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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屬對覘器識――明清士人的啟蒙 
教育、對句練習與文人性格的形成 

王鴻泰∗ 

本文由明清士人的初學階段出發，考察他們的學習生涯與心態，進而討論其知

識取向與人生想像。同時由此思考「文人文化」的問題，從生命史的角度來追溯士

人知識生活的起點，探析「文人」意識可能的根源，從而辨明其分歧之關鍵——尤

其，他們如何在「經生」與「文人」之間抉擇或徘徊。 
明清士人大概在六歲左右就開始進學堂讀書，從識字誦讀開始，進而理解背誦

經典，以至於寫作文章。這當中有兩種基本能力是教學重點，也是士人被檢測、判

別才能的關鍵。一是背誦的能力，將文字形狀、讀本內容記憶清楚，至於能滾瓜爛

熟地背誦經書內容，是首先被強調的能力，也是測試學子智力的基本標準。一般學

子對此強力的背誦要求都倍感壓力。另一測試學子能力的是機變性極強的對句練

習，這種練習容易演變成充滿妙趣的測試遊戲，往往在日常生活中，以至於各種社

交場合中進行，也因此頗具戲劇性，更易衍生出許多帶有傳奇性的事件或故事。這

種機智測驗多和個人天賦有關，所以容易被視為個人本性與命運的預測，以致有所

謂對句可以「覘器識」的想法。又因此，這更成為士人用以表達自我、展現才氣的

表演方式，此種表演乃又有觸發文人意識的作用。 
對一般明清士人而言，幼年的背誦與對句即為人生考驗的開始，他們的苦樂榮

辱於焉開展，這個過程也逐漸形塑他們的知識性格與人生取向，而明清文人文化的

發展，也略可由此窺見其基因。 
 

關鍵詞：童蒙 誦讀 三字經 小學 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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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今日有識者多重視幼兒教育，甚至有謂「三歲決定一生」。這固然過於誇

張，不過，童年的教育確實是一切的基礎，許多潛在的可能性都肇端於此。傳統

中國重視幼教，因此有各種蒙書的編寫，一代大儒且為教育大宗師的朱熹，也特

為蒙童編有《小學》，以求幼年即固本培元。宋代以來科舉成為一般士人基本的

上進之道，這也大致規範了知識的學習內容，求知方法亦多所講求，乃至逐漸形

成一套操作模式，元人程端禮 (1271-1345) 所編《讀書分年日程》可謂乃其中範

例。1 明清社會科舉制度下士人的幼年教育，更成為人生競逐的起跑點。此種知

識能力的競賽，主要表現在記誦與對句能力上，而這也差不多成為一種士人的

「檢測制度」。一般士人大概在幼年時就進入這個制度，由此展開知識的鍛鍊與

競賽。 

明清士人幼年時期的知識與文化養成教育大抵有兩個起點：一為誦讀的訓

練，一為對句的練習。前者乃培養其閱讀能力，進而使之進入經典世界，熟悉經

典內涵；後者則為培養其表達能力，使其學習恰當或精巧地操作文句的同時，藉

此以表白個人之思想、理念或志向、情感。誦讀的訓練與對句的練習略有先後，而

往往兼行，成為明清「小學」教育的兩個基本要點，也成為學童學習的重大考驗。 

知識學習本是勉強之事，而傳統教育中的背誦經典更是一種極度強力的訓

練，多有為之身心俱疲者，尤其進入四書五經之類非韻文經典的背誦，一般學童

更深受其苦。至於對句，在士人的記述上多充滿趣味性的記載，但事實上，也是

充滿挑戰的機智考驗，不乏因此成名者，卻有更多人陷於困窘難堪。士人往往在

初學階段，接受識字訓練不久，就展開對句練習。此種練習以半遊戲的方式佈署

在學子的日常生活之中，不斷探測學童的造句應對能力與人生志向發展。在此鍛

鍊過程中，受測者的對句表現與觀測者的相對反應，兩相作用下，學童的人格也

因而有獨特的發展，故而可謂：對句之演練乃與明清士人之人格成長有密切關

係。所謂「文人性格」之形成亦可由此略見端倪——甚而可謂：文人性格之形

成，乃濫觴於此。一般學童往往在此制度下，備感壓力，他們也在此「體制」

下，發展其知識性格，乃至人生選擇。 
                                                 
  1 參考李仁淵，〈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與宋元以來的讀書法〉，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歷史學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主辦，「作為論述與行動的教育：教育史研究的

新取徑與新課題」工作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21.11.26）。作者提供

文稿參考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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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文化」可說是明清社會文化的重要特色，然則何謂「文人」，實屬重

要的根本問題，卻又很難依客觀標準予以明確定義，因其中涉及個人主觀上的自

我認同。事實上，所謂「文人」，可以說正是明清士人在其知識生活的開展過程

中，面對不同知識將如何安排其輕重取捨的態度，即其如何進行知識選擇，乃至

由此產生的文化認同問題。這種知識選擇與文化認同的問題，難以預先建立客觀

的檢核標準，用以定位個別士人，反而應該先進入個別士人的生命經歷，仔細考

察其知識養成過程，究竟處於何種學習環境，如何展開各種不同性質的學習或知

識活動？士人如何在此過程中開啟其知識視野？他們在怎樣的情境下進行對句練

習？其中可能遭遇之考驗，與隨之而來的成就感或挫折感究係如何？這些經歷如

何影響其人生想像與現實際遇，乃至如何形成其自我意識、知識性格、文化認同

與人生取向？這可以作為明清知識史的探究起點，更可視為士人生命史的考察要

項。如此，由知識成長之角度來追查文人心態的形成，應更為根本且合於歷史現

實的研究取徑。 

本文嘗試由明清士人的初學階段出發，考察他們的求知過程，希望深入他們

的學習生涯，體會他們的心態，進而討論其知識取向與人生想像。另一方面，由

此思考「文人文化」的問題，從生命史的角度來追溯士人知識生活的起點，探析

「文人」意識可能的根源，從而思考其分歧之關鍵——尤其，他們如何在「經生」

與「文人」之間抉擇或徘徊。 

二‧人生憂患識字始 

明清社會教育有一定的普及，尤其明代中期以來，由於基層士人數量日增，

受限於科舉管道，難以上升而積滯於底層者，多以教學為業，使幼童受教機會大

增。然而，教育兒童的取向不盡相同，是否求取仕途，進行舉業經營，是其基本

差別。戴重 (1601-1646) 之〈村塾記〉有言： 

今亦有大學有小學，小學務識字、通言語、習算數，使可爭訟，使可寫

契，使可會債，使可任胥吏，增損文書而已。大學釋章句之訓，習比偶之

文，童子試而為諸生，諸生試而為進士。位高而金多，衣食之是營，田宅

之是殖而已。2  
                                                 
  2 戴重，《河村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清鈔本影印），卷一，〈村塾記（己巳）〉，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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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重此文頗有諷刺意味，批判士人讀書但為求取名利，無異市井小民的功利性學

習。且不論其言外之意，此文實反映出當時幼教發展的兩大方向：其所謂「小

學」可說一般無意升學之民眾的學習狀況，屬務實之途，但求具有基本的閱讀與

書寫能力；至於「大學」則意在仕途，是以科舉進階為目標。明清的幼兒教育大

抵都是從識字開始，王筠 (1784-1854)《教童子法》開頭就說：「蒙養之時，識

字為先，不必遽讀書。」3 識字之後的讀書，大概就如戴氏所言殊途發展，一往

務實方向進行，一循舉業之途前進。戴重所言透露，明清一般士人的讀書生涯，

從識字開始，就在科考的升級體制中力爭上游，一切的讀寫訓練，都是為了應對

不同層級的考試。他們藉以奮鬥向上的功夫是「釋章句之訓」與「習比偶之

文」，這兩者的基本功則是背誦經典和練習對句，因此這也就成為士人養成之初

期教育的重點。 

《禮記‧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4 這是個理念性

的教育階段的規劃，就明清社會現實而言，一般所謂的「就外傅」，即將孩童送

入學堂，就教於塾師，大概都在六、七歲左右，這大抵可說是明清時期一般兒童

正式教育的開始。他們循序漸進地在塾師的教導下，開始學習讀書識字、記誦四

書五經之類的經典，由此逐步走上士人的養成之路。往後他們還要通過相當嚴格

的考試，方始真正成為府學或縣學的生員。具有這種學籍，才算是經政府認證的

「士人」。 

這段「升學」的過程相當辛苦，其中多有不禁負荷而中途退出者，而努力不

懈卻難以通過考試，無法入學為生員，以致長久維持「童生」身分，乃至成為

「老童生」者，也所在多有。一般而言，能在二十歲前成為生員，都不算太晚，

若能在十五歲前通過，則往往被認為是早發，乃至有神童之譽。因此，一般有意

成為士人者，從「就外傅」開始，就步上以升學為目標的艱苦奮鬥的路途。這當

中競爭激烈，有心父師往往嚴格督導，乃至動輒體罰，加以鞭策，學子承受強大

的學習壓力，難免時感挫折。 
  

                                                 
  3 王筠，《教童子法》（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33 冊，臺北：新文豐，1985），頁 403。 
  4 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內則第十二〉，頁 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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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語後，即教之識字 

雖說六歲「就外傅」是明清兒童受教的開始，不過，有不少求好心切的家

長，尤其擁有較優教育條件的士人家庭，常常更早就開始教子識字，在家庭中就

進行知識教養的第一步。這個階段的開始因家庭而異，士人家庭為人父母者身具

教育能力，條件許可親自教導子弟，可能起步甚早。明嘉靖時期，因精通古文，

擅作青詞而備受皇帝重用的內閣大臣嚴嵩 (1480-1567) 自述道： 

不肖始能言，坐置膝上，口授之書，督課寒暑不輟，不肖方齓，書史皆成

誦，亦能爲文。5  

嚴嵩之父科舉表現不佳，成為童蒙教師，其性格嚴毅，學生常遭其責打。他對嚴

嵩寄予厚望，自幼即全力栽培，在嚴嵩牙牙學語階段，即親口教導背書。經過數

年的強力訓練，嚴嵩八九歲時，重要的經史都深印心中，往後爭勝天下的知識於

焉建立厚實的基礎。 

嚴嵩父親多少有些過於常人的嚴厲，幼童能言即開始教育，這或許操之過

早，卻也不完全是特異之舉。王慎中 (1509-1559) 祖父經商成功，家業富厚後，

「欲以詩書之澤光前昌後」，為教育子弟而移居城市。慎中之父力學不懈，卻舉

業無成，僅具生員身分，於是貴顯希望又寄託於下一代（實則其父仍未放棄科

舉），王慎中四歲時，即開始背誦詩三百，展開讀書之途： 

先生（王慎中）生而穎異，四歲在抱時，太宜人教以三百篇之詩，輒能記

憶成誦，五歲就塾師讀《孝經》、《論語》，對偶應聲多奇字，八歲能誦

古書日數千言。十歲能文，開悟警敏，不煩師解，先大夫鍾愛甚，教督尤

嚴，十四盡通舉子業。6  

顯然王慎中的母親亦識字知書，因此參與了子女的幼時教育，在王慎中正式入塾

前，學前教育就已在家中展開。入學後，父親又嚴加教督。在父母的強力教導

下，王慎中舉業表現相當優異，進度超越常人甚多。如此成就固因個人天資穎

異，卻也可說是家族追求榮譽、強烈期許與長期努力經營的結果。明清科舉社會

中，此類士人家庭應不在少數，所謂的讀書傳家，實則抱著強烈的期許，為之

父，為之師，嚴加督導，給予子弟莫大的學習壓力。此壓力開始甚早，襁褓之

                                                 
  5 嚴嵩，〈嘉林阡表〉，氏著，《鈐山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36 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明嘉靖二十四年刻增修本影印），卷二三，頁 3b，總頁 280。 
  6 王惟中，〈河南布政司參政王先生慎中行狀〉，焦竑編，《國朝獻徵錄》（收入《明代傳

記叢刊》第 113 冊，臺北：學生書局，1965），卷九二，頁 49b-50a，總頁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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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始解語，學習活動已如火如荼地展開。之後日常生活都以此為重心，乃至

為之占據，除此無它。 

兒童具語言能力之際，即使之識字背誦詩文，提早展開學習的事例不少。焦

竑 (1540-1620) 之〈處士礪菴何公暨配董氏合葬墓誌銘〉載：「公生有異質，五

歲時太僕公坐之膝上，辟咡授古詩文千餘言輙成誦。」7 陳夢雷 (1650-1741) 也

自述道： 

吾父年四十餘始舉不孝夢雷等兄弟三人，不孝夢雷襁褓中，吾父授以

《語》、《孟》、五經、古文辭各數篇，能成誦，遂益加敎督。六歲就塾

師，已粗曉文義，吾父愛護備至，而督課蚤夜不少休。8  

夢雷在父親的刻意栽培下，十二歲就成為生員，十九歲為舉人，科舉之路極度順

遂，他自己將此成效歸功於父親的嚴加督課，惟「夜不少休」，足見他玩樂的時

間應該少之又少。這種求勝於起點的心理，應是科舉制度下人之常情，只是因家

庭條件而異，成效也因兒童資質有別，其進行方式則各顯神通：蔣臣  (1597-

1652) 自言：「余弱不好弄，就口食時，繞先慈君厀前，先慈君口授少陵詩日一二

章以為嘗。」9 這是投其所好，以食相誘的隨機教育，而由識字知詩之母親行之。 

清代考據大師崔述 (1740-1816) 學識之奠基亦早在學語階段即已開始，他父

親有一套教育法： 

解語後，即教之識字，遇門聯扁額之屬，必指示之，或擕至藥肆，卽令識

藥題，務使分別四聲字義，淺顯者卽略爲詮釋。識字稍多，則令讀《三字

訓》若《神童詩》，隨讀隨爲講說。以故述授書時，已識之字多，未識之

字少，亦頗略解其義，不以誦讀爲苦。10  

崔述的父親在科舉上成就有限，未成進士，不過，他對崔述的期許，卻不盡然是

                                                 
  7 焦竑，《焦氏澹園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6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據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影印)，卷二八，〈處士礪菴何公暨配董氏合葬墓誌銘〉，

頁 31b，總頁 331。 
  8 陳夢雷，《松鶴山房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7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0），卷一九，〈皇清原勅封徵仕郞翰林院庶吉士鄕飮大賓七十四壽斌侯二府君行

狀〉，頁 2a-b，總頁 494。 
  9 蔣臣，《無他技堂遺稿》（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1 冊，據清康熙四十九年蔣

于湄刻本影印），卷五，〈陳伯璣詩序〉，頁 6a，總頁 515。 
 10 崔述，《考信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5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

遺經樓藏板道光二年刊本影印），附錄卷一，〈先君教述讀書法 先孺人教法附〉，頁

10b，總頁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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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功名，而希望他在學術上有所成就，故在崔述牙牙學語時，便積極指導。崔

父的教學有清楚的步驟與策略，他不是一昩要求硬記死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的

各種場景，指引其認識字之形音與意義。當識字工作達到一定程度，便在旁解說

讀本，使之有所理解後再記憶。學習初期的記憶訓練，在理解的基礎上進行，應

該較為有效，故而崔述自言其受教過程「不以誦讀爲苦」。此言亦反映一般幼童

受教之初階乃以誦讀——記憶訓練——為要點。崔述幼年的學習雖然在父親循循善

誘，教導得法下，不致成為痛苦的人生經驗，但同陳夢雷一樣，犧牲了童年快樂的

遊戲時光。他自表道：「述自能行後，先君多以自隨，不使與羣兒戲，先孺人亦

然。姻族兄弟有好戲弄鬬訾者，必嚴禁述等，不使與之接，雖至，必疏遠之。……

故今年雖已老，而自讀書外，聲色戲玩之事，猶茫然無所解也。」11 如此，在業

精於勤、荒於嬉的理念下，這些「讀書種子」的玩樂童年還沒開始，就已結束。 

從日常生活中隨機教導兒童認字，使之自然而然學習，應是明清士人普遍的

做法。清人辛從益 (1760-1828) 在自撰的年譜中道：「五六歲時，先大夫教認上

下廳聯凡廿餘幅，皆能識之。細姊有摺扇，先大夫為書唐詩數十首，姊且讀且教

余認，皆能背覆。」12 這類隨機性的教導方式，頗有「寓教於樂」的趣味。這雖

是比較輕鬆的學前教育，不過也可見家長相當用心於教育環境的塑造。 

兒童教育關係士人子弟未來的前途，所以除了家長自身苦心思索教導方式

外，坊間亦有流傳教學專書或各種良規，給予父母作為參考。清初唐彪  (1640-

1713) 是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據稱他曾「秉鐸武林，課徒講學，人士蒸蒸蔚

起」，13 故將其教學法撰成專書流傳。其幼教法中有言： 

生子至三四歲時，口角清楚，知識稍開，卽用小木板方寸許，四方者千

塊，漆好朱書千字文，每塊一字，盛以木匣，令其子每日識十字或三五

字。復令其湊集成句讀之，或聚或散，或亂或齊，聽其頑耍則識認是眞。

如資質聰慧者，百日可以識完，再加以《三字經》、《千家詩》等書，一

年可識一二千字。然後從師入塾，以五六歳爲率。14  
                                                 
 11 崔述，《考信錄》附錄卷一，〈先君教述讀書法 先孺人教法附〉，頁 14a-b，總頁 879。 
 12 辛從益編，辛桂云等補編，《辛筠谷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22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據咸豐元年刻本影印），頁 3a-b，總頁 5-6。 
 13 仇兆鰲，〈讀書作文譜序〉，唐彪，《讀書作文譜》（明治三年[1870]柳原積玉圃刊本，

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第元冊，頁 2a。 
 14 唐彪，《唐翼修父師善誘法》（收入陳弘謀，《五種遺規‧養正遺規》［收入《續修四庫

全書》第 95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至八

年培遠堂刻匯印本影印］，補編卷），頁 58b，總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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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三四歲，說話清楚時，唐彪即在小木板漆上千字文，教導兒童識字，且出句

為題，讓兒童在一堆字板中挑選成句而念讀。如此以拼字的遊戲，使幼兒在玩樂

中逐漸習得字形。唐彪此處所言，在相當程度上，亦可視為明清時用心教育子弟

之實況反映。這種教育幼童識字的步驟，應該相當流行，《重訂訓學良規》也有

類似的看法：「子弟四五歲，先教字方，多則三千、少則二千。……稍長，教以

《三字經》、《弟子規》、《小學韻語》。……七八歲教以調四聲平仄，作對

句。如此三五年間，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均可略知門徑。此幼學功

夫，斷不可少者也。」15 由此類「良規」之流傳，再次證明明清士人在兒童教育

上，多有提早起步之理念。 

從師入塾，以五六歲為率 

明清一般兒童入塾就學的年齡固因人而異，然有識之士多認為應以五六歲為

宜，陸世儀 (1611-1672) 有言：「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自是正理。

然古者人心質樸，風俗淳厚，孩提至七八歲時知識尚未開，今則人心風俗遠不如

古，人家子弟至五六歲已多知誘物化矣。又二年，而始入小學，即使父教師嚴已

費一番手脚，況父兄之教又未必盡如古法乎，故愚謂今之教子弟入小學者，決當

自五六歲始。」16 這是從心性與風俗發展所作的考慮。另外，從科舉競爭角度來

看，有心栽培子弟科考者，也有促使其及早入學的傾向，唐彪所謂「從師入塾，

以五六歳爲率」，應是出於此之建議。兒童提早入學大概是士人家庭、家長積

極、小孩早熟等主客觀條件較好者可能的選擇。相對而言，家長不甚在意者，則

可能延遲至七八歲。彈劾嚴嵩而直聲震天下的楊繼盛 (1516-1555)，年幼時因母

親早逝，父親續弦，繼母未善待，因此到八歲時，還未入學，「至秋，有老儒沈

姓諱琇者，在里塾發蒙教諸生，予每竊往觀之，見諸生揖容之美，聞吟誦之聲，

心甚愛之。歸而告於兄，欲從讀書，兄曰：『若年幼，焉用此。』予曰：『年幼

能牧牛，乃不能讀書耶？』又告於父，始得入里塾從師矣。」17 楊父是不用心的

                                                 
 15 李新庵著，陳彝重訂，《重訂訓學良規》（收入徐梓等編，《蒙學要義》，太原：山西教

育出版社，1991），頁 119。 
 16 陸世儀，《思辨錄輯要》（收入《正誼堂全書》，福州：正誼書局，1866，據福州正誼堂

書院藏板重校刊），卷一，〈小學類〉，頁 1a。 
 17 楊繼盛，《椒山先生自著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49冊），頁 454-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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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子弟應入學卻未入學，早熟的楊繼盛也自知被誤，因此強烈爭取。此亦可

見，七歲前入學，大抵是常態。 

入塾讀書是正式受教育的開始，而啟蒙塾師的選擇也有不同的考量，劉成禺 

(1873-1952)〈清代之科舉〉言：「家塾蒙館，一曰停館。富厚之家，延專師以教

兒童，師稱主人曰居停，主人稱師曰西席；……又有所謂朋館，亦名村塾、義

塾，市井鄉村貧窮兒童往讀之。……蒙學所授，不過識字，能寫能讀，便於工商

應用而已，略似今之初級小學。等而上之，兒童有志應考，長乃讀習舉業，教師

多延請秀才任之，而蒙館教師則多屢考不得秀才之人也。」18 這是很概略性的說

法，包含一般無心於科舉的市井小民之受蒙情況。不難理解，因為蒙學旨在識

字，不需高深學問，因此，在科舉考試中沉滯於最底層之老童生，乃多依此為

生，不講究的家長，多有因地就便地將子弟送入此類學塾者。也由於此類「蒙

師」知識層級較低，猶未真正進入舉業之堂奧，相較於進階講解經義之「經

師」，較不受尊重。唐彪有言：「人僅知尊敬經師，而不知尊敬蒙師。經師束修

猶有加厚者，蒙師則甚薄，更有薄之又薄者；經師猶樂供膳，而蒙師多令自餐，

縱膳亦褻慢而已矣。」19 據此可見，一般而言，蒙師的待遇可能普遍不如經師。

然而，一般士人在敘述學塾經歷時，並未詳細區分蒙師與經師，而籠統地以塾師

稱之。 

刻意栽培子弟之家長，尤其士人家庭，知悉事當慎乎其始，也瞭解塾師責任

重大，關係匪淺，多會用心擇師，乃至於善待之。陶望齡 (1562-1609) 所撰〈陳

母壽序〉記友人表白：其父富奇才，卻舉業無成而早逝，寡母督導二子勤讀：

「曛時塾歸，母張鐙而紡，二子傍誦，必懸果餌以勸誦。母每夕紡有程，恐二子

逆畏其久而媮也，故廋其程十二三，約曰竟之而寢。及竟，又私出其廋者曰勉

誦，此易竟耳。每食塾師，雖鮭菜，必嘗旨否，手滌盂必潔。」20 期望子弟舉業

有所成的父母，除了嚴督子弟勤學外，應該也深知直接教導子弟的塾師更是成敗

的關鍵，因此仔細挑選並善待塾師，斯屬要事。 

清初《醒世姻緣》中，清楚指出塾師的重要性：主角狄希陳八歲時附在人家

                                                 
 18 劉成禺撰，錢實甫點校，《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清代之科舉〉，

頁 2。 
 19 唐彪，《唐翼修父師善誘法》，頁 57b，總頁 59。 
 20 陶望齡，《陶文簡公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9 冊，據明天啓七年陶履中刻

本影印），卷五，〈陳母壽序〉，頁 39a，總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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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堂讀書，塾師教學不力，他也蒙混度日，到十二歲還識字極少。英明強悍的母

親發現後，盛怒之下，催逼其父狄員外另尋明師。狄員外與親家薛教授商量後，

合夥聘請名列前茅的增廣生員程樂宇為塾師，教導四個學齡兒童。21 狄員外是個

為人寬厚而知識水準不高的富人，對兒子的教育也寬鬆放任，因此在擇師上不甚

講究，最後是不識字的狄母發現問題，才尋求補救，頑劣的狄希陳也因明師的教

導才勉強考取秀才。作者鋪陳此情節時，似乎有感而發地，相當仔細描寫生員教

書為業的情境與心態。相隔兩回，又回頭描述之前耽誤狄希陳學業的塾師汪為露

的惡行惡狀，又借題發揮地論及南北教育的差異，認為南方科舉成就高於北方，

正因南方的教師教學認真： 

那南邊的先生，真真實實的背書，真真看了字教你背，還要連三連五的帶

號，背了還要看著你當面默寫；寫字真真看你一筆一畫，不許你潦草，寫

得不好的，逐個與你改正，寫一個就要認一個。講學的時節，發出自己的

性靈，立了章旨，分了節意，有不明白的，就把那人情世故體貼了譬喻與

你，務要把這節書發透明白才罷。……這南邊的士子，盡都是先生人力的

工夫。22  

這樣的議論是否合乎實情且不論，通俗小說有此情節渲染與借題發揮，多少可見

明清科舉競爭下，塾師的選擇已是重要的社會問題，有心人已注意及此，認為事

關緊要。從大的歷史背景來看則可說，明中期以來沉滯於社會底層的士人，多以

教書為業，兒童就學因而隨之門檻降低。教學者與學習者都為數眾多，乃至形成

相當大的教育市場（此議題牽涉甚廣，目前只能點到為止）。此中良莠不齊，層

次有別，也難免魚目混珠，因此辨別良師成了重要課題，用心教育的家長，乃多

有講究之道。而在家長的講究下，也出現一大批用心負責，極具專業性的塾師。

《醒世姻緣》中所謂的「南邊的先生」就是這類職業化的塾師。唐彪自己也特別

強調，「誠心欲教子弟者，必不可姑息子弟」，在塾師的聘請上，「宜與親朋聯

絡，虛心延訪，同請名師」。在多人集資高薪聘請下，方能求其「精勤嚴厲，盡

心教迪」。23 這可說是在科舉高度的競爭下，士人家庭於舉業經營所發展出來的

聘師策略。 

                                                 
 21 西周生，《醒世姻緣》（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第 33回〈劣書生廁上修樁 程學究

裩中遺便〉，頁 425-438。 
 22 西周生，《醒世姻緣》，第 35 回〈無行生賴牆爭館 明縣令理枉伸冤〉，頁 452。 
 23 唐彪，《讀書作文譜‧父師善誘法》第貞冊，上卷，〈尊師擇師之法〉，頁 2a。 



學屬對覘器識――明清士人的啟蒙教育、對句練習與文人性格的形成 

 -379-

相應於塾師的職業化，受教兒童往往也就不容「姑息」地受到更嚴格的要求

和管制。張大復 (1554-1630) 所撰之〈王徴嘉葬志銘〉深憾於徵嘉之早夭，而推

究其死因：「提抱時肥大無恙，……幼從塾師某學，嚴無節，但取誦不輟者以目

爲最。徴嘉或小疲輙鞭之，或至喑不能發聲，鞭猶不止。」24 徵嘉原本體質不

錯，可能受到塾師的嚴厲體罰，導致身患痰疾，終於早夭。此病痰與早夭之因

果，固多推測之辭，然而，有此推測正因其確曾受到塾師的嚴酷體罰，且此嚴酷

令人記憶深刻。王徵嘉受虐於塾師以致早夭，當然是個極端的事例，不過，一般

學童被塾師嚴格督促，乃至責罰，應是相當普遍的事。曾異撰 (1590-1644) 在慰

問友人病足之書信中道：「憶我童穉時，塾師苦督責章句，怖夏荊功課，悸考

謫，但祝負微屙可以逋鞭策。病作如是觀。」25 為了逃避塾師的嚴厲督責，竟然

期望生病以免受罰，學習壓力可以想見。塾師的嚴格督促，對學習情況不佳的學

童而言，無異是痛苦的折磨。 

士人幼年學習過程時遭受苦楚，應是明清經營舉業家庭之常態。清人汪縉 

(1725-1792) 在〈撞菴先生記〉中寫道：「先生吳下書生也，……奉母命讀書，

幼奇鈍，對書則懵然，終日默自計曰是書作何等語，終日對之作何究竟，遂大

笑。聞旁人吚唔聲，輒嗤之曰作此鵝鴨叫。塾師怒之，時予捶楚焉。先生爲塾師

桎梏者十餘年，吳俗旣婚必岀塾，逮先生婚，而桎梏乃脫然矣。」26 這是汪縉的

自傳性記述，他幼年懵懂，學習情況不佳，離開學塾之後才自學成功。他回顧學

塾生涯竟以「桎梏」形容之，受困之悲情可見一斑。這種痛苦恐怕是一般資質魯

鈍，學習不良——最初的要害是記性不好——的學童共同的心情。他們學習壓力

極大，得天天面對嚴師可能的責罰，在學堂真如坐牢。 

前文所提的辛從益小時了了，在父親的引導下，入學前就認不少字，但入塾

讀書卻面臨考驗：「先大夫令就塾，始亦欣然，時塾師為龍芳仲先生，性嚴，甫

入門，見學徒受杖呼謈，輒大駭怖反走。母憐其稺且羸，請於先大夫姑待明

年。」27 辛氏只是在學堂旁觀就深感恐怖，以致延遲入學。然而，他逃得了一

                                                 
 24 張大復，《梅花草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8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據明崇禎刻本影印），卷一二，〈王徴嘉葬志銘〉，頁 15b-18a，總頁 534-535。 
 25 曾異撰，《紡授堂集‧二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63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

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卷二，〈趙枝斯病足走筆柬之〉，頁 4a-b，總頁 620。 
 26 汪縉，《汪子文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4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道光三年張杓刻本影印），卷八，〈撞菴先生記〉，頁 2a，總頁 257。 
 27 辛從益，《辛筠谷年譜》，頁 3b，總頁 6。 



王鴻泰 

 -380- 

時，卻逃不了日後，待其七歲入塾後，「（塾師）厲甚，屢受扑責，皆以風聞在

家好弄細故，不關書也」。28 顯然這是在不打不成器觀念下的調教行為。這種情

況應該相當普遍，也就是說，一般學童在入學之後，大多處於塾師的嚴厲管教

下，其極端者，乃有遭受痛打成傷之事。 

至於呂培（嘉慶二十四年舉人，生卒年不詳），則因其早熟而好學，未遭受

過塾師的責罰，但也親眼見到塾師體罰學生之景：胡承珙 (1776-1832) 為其所撰

的墓誌銘說到呂培「生而端敏，三歲時封翁攜過村塾，見塾師方施夏楚。封翁戲

問君怖否？對以讀書樂也，何怖焉。封翁大喜，歸語方恭人，以為振家聲者，必

此子也」。29 呂培見到塾師體罰學童竟毫不畏懼，因此被認為是有前途的讀書種

子。此故事意在傳達此子之不尋常，然而這也正反映出，塾師體罰學童，而學童

深恐受罰更屬尋常之事。只是這些受體罰的學子往往在升學過程中早遭淘汰，以

致成為沉淪而沉默者，學堂生涯也不堪回首，故少見表述。 

塾師之嚴格管教兒童固然有部分原因出自教師個人的性格，不過大體而言，

這毋寧是結構性的教育體制問題。士人家庭往往對子弟之求學寄以厚望，而愛深

責切下常以重罰為手段。東林六君子之一的魏大中 (1575-1625) 自述幼年時的父

教：「課讀稍弗中程，箠杖輒數十下，不少卹。先孺人護之，每中杖，已而徒

泣。南川府君見之，間為流涕曰：『一兒忍乃如此』。先都諫背予，向南川府君

流涕曰：『正復不忍耳』。」30 或許魏大中之父有過於嚴厲之處，不過這種愛深

責切的心理與體罰文化卻可說是明清幼教的常態，或許未必實踐於家庭之內，卻

普遍存在於一般學塾中。所謂「教不嚴，師之惰」，嚴厲的教學常常是求好心切

的家長託付於塾師的重責大任，他們期望嚴師出高徒。王思任 (1574-1646) 所撰

〈賀頼母劉太孺人五十壽序〉： 

禧就外傅，母賫荆楚長跽而進塾師，曰：「此兒稍劣卽榜之。」31  

授杖於師，求其用以嚴管子弟，被視為值得表彰的賢母作為，也顯示深明大義的

                                                 
 28 辛從益，《辛筠谷年譜》，頁 3b-4a，總頁 6-7。 
 29 胡承珙，《求是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50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據清道光十七年刻本影印），卷六，〈例授中憲大夫侯選員外郎加三級呂君墓誌

銘〉，頁 11a-b，總頁 303。 
 30 魏大中，《藏密齋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7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據上海圖書館藏崇禎刻本影印），卷一，〈自譜〉，頁 4b，總頁 502。 
 31 王思任，《謔菴文飯小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6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據清順治刻本影印），卷五，〈賀頼母劉太孺人五十壽序〉，頁 66a，總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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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是鼓勵嚴師體罰學童的。在此觀念下，塾師之嚴厲可謂理所當然，也有其普

遍性。除家長的鼓勵外，塾師本身也往往有意藉罰以立威——趙恒（生卒年不

詳）即曾自言其八九歲入塾讀書時，塾師特言：「是兒俊利，當有以折伏之。」32 

因此命其跪地背書，所幸趙恒擅長背誦，通過考驗，師乃一笑而罷。由此可見，

實有塾師為了建立權威而刻意壓制聰明的學童。尊師重道本是傳統士人文化歷來

所強調者，明清科舉制度下，滯留基層的士人眾多，且多以教書為業，教書亦成

競爭激烈之行業。激烈競爭下，塾師也積極爭取績效，而家長又期許嚴師出高

徒，相互作用下，教師豎立權威，嚴厲管教學生，可說是勢所當然。再者，童蒙

教育之重點在識字誦讀，教師往往必須施加一定程度的壓力，才能促使學童勉力

為之。可說以威權方式強制學生背誦，正是一般塾師的基本職責。趙恒之塾師意

圖以背誦書文折伏之，正是這種「制度」下的自然反應。趙恒天賦異稟，塾師權

威無所用力，只能一笑而罷。可以想見若是一般學童，就只能為師所折伏，往後

即在其威權桎梏下，喃喃誦書，若未達標準，則恐不免捶楚臨身矣。 

明清士人的幼年啟蒙教育往往起步甚早，士人家庭常寄厚望於子弟之仕途，

且因教育條件較優，家中有識字者，可以在入塾前即在家誘導子弟識字記誦。可

能早在幼兒三四歲，具口語能力時，即致力於將之導入文字世界中。至六歲左

右，離開家庭，進入學堂，入塾讀書，開始正式受教。這個階段不似之前在家中

由父母引導識字誦讀、以遊戲行之的學前教育，「就外傅」是在學堂裡，由塾師

以權威的方式主控的正式教育。至此階段，學童接受更嚴格的知識教養，父師期

望越深，學習壓力越大。 

三‧教材選擇與知識取向 

《老殘遊記》第七回敘及主角遊至東昌府，找到一家小小書店，詢問掌櫃此

地行銷何書，掌櫃吹噓當地文風極盛，而「所有方圓二三百里，學堂裏用的三、

百、千、千，都是在小號裏販得去的，一年要銷上萬本呢」，並解釋道：

「『三』是三字經，『百』是百家姓，『千』是千字文；那一個『千』字呢，是

千家詩。這千家詩還算一半是冷貨，一年不過銷百把部；其餘三、百、千，就銷

                                                 
 32 趙恒，〈與曹黄門書〉，黃宗羲編，《明文海》（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一九八，

頁 5a，總頁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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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了。」33 這位書店掌櫃所言大概有些浮誇，不過，也反映出部分歷史事實：

其所謂的「三百千千」，大抵就是明清學堂在啟蒙階段的基本教材。這些基本教

材沿用甚久，至少明代中期以來，各地個人選用教材容有出入，《三字經》、

《百家姓》、《千字文》卻是最為風行的塾學教本。一般學童入塾讀書，所讀內

容大概都是以此三百千為起點。不過，除此基本教材外，也可能別有考慮地選用

其他教材，而這些教材的選擇可能是往後知識發展的契機。值得注意的是，這當

中有關品德教育的教材，如《孝經》、《小學》這類蘊含理學家教育理想的讀

本，竟與三百千千這類童蒙基本教材，略具競爭乃至相互排擠之態勢。另外，誦

詩涉及情感教養與文藝志向，有助也可能有礙舉業的發展，因此詩歌讀本的選用

也別有顧慮。關於這些教材選用的主張與爭議，正反映出科舉制度下童蒙教育的

不同理念與思慮，從中可見教育的理想與現實存有不小差距，教育主導者所強調

的教養取向常與現實情勢有所出入，乃至形成拉鋸之局，而為人父師者往往就在

其間迎拒抉擇，由此亦可見童蒙教育之諸多考量與情勢變遷。 

以《孝經》、《小學》教育童蒙，俾之入孝出悌 

明清學童入塾讀書，塾師往往由識字教起，而其教材多以《三字經》、《百

家姓》、《千字文》為主。這些教材除用以識字外，也別有知識意涵，呂坤 

(1536-1618) 在其《實政錄》中論及社學之學程時說道： 

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

《千字文》亦有義理，有司先將此書令善寫人書姜字體，刊佈社學師弟，令

之習學。34  

這種初階教材的安排一方面讓學習者得以識字——認字與寫字，同時也為學童建

立基本的生活常識。這些讀本在明清應該都是相當普遍的蒙學教材，《老殘遊

記》所述殊非小說家憑空虛構。早在呂坤之前，韓雍 (1422-1478) 曾謂：「我們

做秀才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文》。」35 邵寶  (1460-1527) 言及：

                                                 
 33 劉鶚，《老殘遊記》（臺北：桂冠，1983），第 7 回〈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楹閒訪百城

書〉，頁 77。 
 34 呂坤，《新吾呂先生實政錄》（收入《官箴書集成》第 1 冊，合肥：黃山書社，1997），

卷三，〈興復社學〉，頁 472。 
 35 韓邦奇，《苑洛集》卷一九，〈見聞考隨錄二〉中載：「都御史韓公雍才髙有智略……公

巡撫江西，每對生員稱説詩書，時江西科目方盛，生員私相謂曰：『巡撫《千字文》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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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童蒙始習之書也，孰不能誦且書之。」36 清人梁章鉅  (1775-1849) 

《浪跡叢談》則有言：「今學童初入蒙塾，必先授以《三字經》、《百家姓》、

《千字文》諸書。」37《世載堂雜憶》：「家塾蒙館，……所授往往為三字經、千

字文、百家姓，再授四書白文。」38 這些初階教材中，《三字經》大概最為普

遍，其道理或如趙南星 (1550-1627) 在〈教家二書序〉中所言：「世所傳《三字

經》、《女兒經》者皆不知誰氏所作，一則句短而易讀，一則語淺而易知，殊便

於開蒙。」39 前引崔述亦言其父在他「識字稍多，則令讀《三字訓》」。40  

初階教材雖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為主，實際選定還是因

人而異，明人黃佐 (1490-1566) 即別有主張——他在論及鄉校時道： 

平旦施早學之教：誦書正句讀，……令其口誦，以上口為節，乃命復位誦

讀，務貴熟，不貴多。如資性能記千字以上者，只讀六七百字，不得盡其

聰明；年小者，只教一二句而止，勿強其多記。或用《孝經》、《三字

經》，不許先用《千字文》、《百家姓》、《幼學詩》、《神童酒詩》、

《吏家文移》等書，以次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然

後治經，句讀少差，必一一正之。41  

可以看出黃佐對於初學教材有不同的意見，他將《孝經》與《三字經》列為最初

的教材，可能藉此特別強調教育的道德性。由黃佐的論述也可見，在識字階段除

                                                 
耳，安得稱説詩書？』公聞之命提學送諸生來考，以律呂調陽為論，以閏餘成歲為策，諸

生皆不能詳，公曰：『我們做秀才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文》，諸生如何連

《千字文》也不知？』聞者絶倒，此可以警浮薄之習。」（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126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9a-b，總頁 655） 
 36 邵寶，《容春堂別集》卷九，〈跋周雲漢所述姓源便覽〉：「《百家姓》童蒙始習之書

也，孰不能誦且書之，而東泉君必為之正其音，校其字，疏其源者何？居以言乎事則近，

以言乎用則切，以言乎人道則大矣，梓而傳之不亦可乎。」（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第 1258 冊，頁 11a-b，總頁 792）由此說亦可見《百家姓》確有切於日用之處，習此

具有生活常識教育之意味。 
 37 梁章鉅，《浪跡叢談‧三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7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5），卷三，〈李瀚蒙求〉，頁 5a，總頁 352。 
 38 劉成禺，《世載堂雜憶》，〈清代之科舉〉，頁 2。 
 39 趙南星，《趙忠毅公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68 冊，據明崇禎十一年范

景文等刻本影印），〈教家二書序〉，頁 7a，總頁 150。 
 40 崔述，《考信錄》附錄卷一，〈先君教述讀書法 先孺人教法附〉，頁 14a-b，總頁 879。 
 41 黃佐，《泰泉鄉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冊），卷三，〈鄉校〉，頁 4b-

6a，總頁 61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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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或《孝經》外，諸如《幼學詩》、《神童

酒詩》、《吏家文移》等書也列入教材。而其教習之法則是以記憶生字、正確句

讀為要。 

各種童蒙教材的教育功能主要是讓幼童經由誦讀具備識字能力，而其內容則

包含基本的文史知識或生活常識，此外另有品德教育的用意，特別是《小學》與

《孝經》被視為倫理教育的重要教本。《孝經》是歷史悠久的道德教本，自漢代

以來即成為士人的基本讀物，甚至成為選擇人才的考核項目，其教本問題已有學

者討論，42 此不再論。朱熹所編的《小學》是針對幼童而寫的教本，意圖自幼養

成良好的道德根性，自來被視為重要的兒童倫理教本，元代程端禮《程氏家塾讀

書分年日程》將之列為幼學重要的讀本：「自八歲入學之後：讀《小學》，書正

文。」43 明初理學領軍人物吳與弼 (1392-1469) 的〈學規〉中，則有條目： 

須用循序，熟讀《小學》、四書本文，令一一成誦，然後讀五經。本文亦

須爛熟成誦，庶幾逐漸有入此箇工夫，須要打捱嵗月方可。苟欲早栽樹，

晚遮隂，則非吾所知也。44  

吳氏為明初重要理學家，也是教育家，相當重視《小學》的教育功能，認為這是

為學的基礎。他在給友人的書信中，也常勸人要以此教育子弟，如〈與傅秉彛

書〉言：「幼令嗣尚未知學，須用拘束，令其熟讀《小學》、四書五經本文。」45

〈與曰讓書〉：「令郎在侍，宜篤教之，熟讀《小學》、四書五經本文，養其德

性，毋令踈放。」46 可見他視此為最重要的基礎教育，而其考慮重點乃在德性的

培養。申時行 (1535-1614) 所撰〈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韓公墓

志銘〉亦稱：「公生平持論以孝弟為本，課子必令先讀《小學》，曰不讀是書，

不知孝弟，安所稱人，何乃論科第乎？」47  

 
                                                 
 42 參呂妙芬，〈做為蒙學與女教讀本的《孝經》：兼論其文本定位的歷史變化〉，《臺大歷

史學報》41 (2008)：1-62。 
 43 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收入《正誼堂全書》），卷一，頁 1a-b。 
 44 吳與弼，《康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1 冊），卷八，〈學規（庚

戌）〉，頁 43a，總頁 529。 
 45 吳與弼，《康齋集》卷八，〈與傅秉彛書〉，頁 32b，總頁 524。 
 46 吳與弼，《康齋集》卷八，〈與曰讓書〉，頁 30b-31a，總頁 523。 
 47 申時行，《賜閒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34 冊，臺南：莊嚴文化，

1996，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萬曆刻本影印），卷二四，〈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韓公墓志銘〉，頁 16b，總頁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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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學》作為學子基礎品德教育的教本，並非口號，一些地方學官或出自

個人理念，或奉行政策，令幼童閱讀《小學》。吳寬 (1435-1504)〈布政使陳公

傳〉中載：天順四年  (1460) 會試第一名的陳士賢（生卒年不詳），「提學南

畿，至則以學者不務實行，而競為浮華之文以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徧歷郡

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為敎，至竟日不施扑刑，第其文必以理勝為主，

且先令讀《小學》，書暇輙習冠祭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48 這是藉提學御史

職務之便推行之，較屬個人性或地區性之作為。類此之有心學使不乏其人，如譚

大初  (1504-1578) 在其自訂年譜中亦嘗載：「（正德）十二年丁丑十四歲，是

年，遣遊本街廩生羅養拙先生之門。章公學政，凡生員年二十以下者，俱令先讀

《小學》，按臨歲考，掣籤背誦，有不熟者，督責本齋教官。」49  

黃佐在有關鄉校的教育方式中，則明確規定：早學之教應「量其少長，以

《小學古訓》直白教之，使力行於身」，「五日一次，教以朱子《小學》及《日

記故事》，內古人嘉言善行一段，如黃香扇枕、陸績懐橘之類，直白說之，令其

靜默諦聴」。50 呂坤有關社學師資的訓練中，則特別強調應該選擇「良心未喪，

志向頗端之士」，並「先教以講解《小學》、《孝經》及字學反切，一年之後如

果見識近正，音韻不差，文理粗通，講解亦是者」，方始授以教職。51 甚至有訴

諸朝廷，使讀《小學》為教育政策者。成化三年 (1467)，翰林學士商輅 (1414-

1486) 上書言時事，其中有「謹士習」條： 

後世科舉之法立，士無少長，率留意於文詞，無復有如古人之學。……乞

令各處增廣生員不妨舉業，俱令兼讀《小學》，教官與之講解義理，以啟

發其良心。提督等官按臨之日，兼令背誦講說，以考察其實行，庶幾學無

躐等。52 

商輅位居顯要，藉勢使力，理念成為政策，風行草偃下可能讓《小學》推廣於一

時。這些教化理念甚強的儒者，他們的教育方式皆深具理想性，意圖將理學信念

透過教育傳播於學子心中，因此《小學》乃成為重要教材。歸有光 (1507-1571) 

                                                 
 48 吳寬，《家藏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5 冊），卷五九，〈布政使陳公

傳〉，頁 6a，總頁 553。 
 49 譚大初，《譚次川自訂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47冊），頁254-255。 
 50 黃佐，《泰泉鄉禮》卷三，〈鄉校〉，頁 5a-b，總頁 617。 
 51 呂坤，《新吾呂先生實政錄》卷三，〈興復社學〉，頁 472。 
 52《明實錄‧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卷四三，成化三年

六月十五日，總頁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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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年時，即熟知《小學》中的故事：「余少時初入學，見里師必以《小學》古

事為訓。時方五、六歲，先生為講蘇子瞻對其母太夫人及許平仲難師之語，竦然

知慕之。」53 從王世貞 (1526-1590) 為徽商吳介石（生卒年不詳）寫的墓表，亦

得以略窺實際使用《小學》作為讀本的情形：「處士目不知書，僅畫字而已，間

從里塾師囁嚅章句，稍習，每出遇儒生，則揖而問所業書。久之，漸通《孝

經》、《小學》、《論語》，遂能讀司馬氏《通鑑》，最後讀濂洛諸儒生言而愛

之。」54 這位商人因家庭因素無法接受完整教育，不過，積極自學，跟隨一般儒

生的學習腳步，自修成功。由此略可知，《孝經》與《小學》大概是當時士人初

級教育所用的教材。 

究實而論，《孝經》與《小學》此種讀本未必適合作為啟蒙教材，因不便誦

讀。早在元代，吳澄  (1249-1333) 即指出：「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

經》等書，字語長短，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強揠而學者苦其難，又胡

能使之樂學哉？」55《小學》、《孝經》具有深刻內涵，可用以培養初學者的正

面人格，然其表現形式，長短句不押韻，導致其被認定不便兒童誦讀。相較之

下，《三字經》、《千字文》之類句短且齊又屬韻語者，在明清社會一直是較受

歡迎的童蒙教材，尤其字句最短，便於記誦的《三字經》，為最普及而少有爭議

的教材。56 這多少意味著明代後期的幼學教育更以記憶訓練為重點，以致道德教

育在以背誦為目標的主流趨勢下相對而言被忽略。 

                                                 
 53 歸有光著，周本淳校點，《震川先生集》（臺北：源流，1983），卷五，〈跋小學古

事〉，頁 119。 
 54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碑傳》（收入《明代傳記叢刊》第 153 冊，臺北：明文書局，

1991），卷一二七，〈處士吳介石翁墓表〉，頁 10a，總頁 769。 
 55 吳澄，《吳文正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7冊），卷一七，〈虞舜民禮學

韻語序〉，頁 11b，總頁 189。 
 56 明末反閹黨政績佳又擅文藝之劉榮嗣 (1570-1638) 在〈與賈孔瀾〉言：「孫子六歲，教念

《三字經》、《千字文》、小詩一二首，每發一笑，則泉石間暢快事也。」參見：劉榮

嗣，《簡齋先生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46 冊），卷二，頁 22b，總頁

390。雍正初年，廣西廵撫甘汝來 (1684-1739)、李紱 (1673-1750) 等上奏，建議「令各土

司敦請師儒設立義學」，卻遭皇帝批駁：「土民愚蠢性成，惟在地方官約束嚴明，使知畏

威戴徳，庶可收革面革心之效，乃欲以《三字經》、《千字文》之類，謂可使之明義理而

消兇惡，亦迂濶之甚矣。」此言更透露明清間《三字經》、《千字文》已是童蒙書的代

表。這種教材的選擇多少透露，傳統兒童教育中誦讀——經過反覆朗讀而致背誦熟稔，銘

刻於心，正是學習重點（此容後再論）。參見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14 冊），卷六一，總頁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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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社會中，《孝經》與《小學》實際上使用的程度究竟多高、多麼普遍，

因時因地有所不同，很難勾勒出一個明確的圖像。從目前所及的史料，可以發

現，有些地區較少選擇《小學》、《孝經》之類的倫理教材。葛昕 (1542-1602) 

嘗言：「余為諸生時，猶及見蒙少必讀《小學》，而《孝經》一書，即窮鄉塾師

亦知令其徒童而習之。今《小學》在里師處不多見，而《孝經》至市坊無售本，

如之何望民興行以成善俗？宜乎悖德忘本者接踵也。因取舊本重刻之家塾，俾養

蒙者知所以為敎，當先揭大倫云。」57《孝經》、《小學》是重要的倫理教育讀

本，然而在所有童蒙教材中，卻往往不被當作核心教材，有時不免被排除在外，

以致當權者或有心士人有意加強倫理教育時，這類教材才會受到強調。如前文所

述，黃佐與呂坤這些極具教育理想與教化思想的學者，將《小學》、《孝經》列

為幼教的基本讀本。明中期以後，也不無有心士人具此理想，作此嘗試，乃至明

末時猶有皇帝意圖用此挽救士習。《續文獻通考》有載： 

湣帝崇禎六年二月申嚴學校之制。 

諭曰：近來士習日偷，舉貢失當，真才鮮少。……至《小學》諸書，乃州

縣各有社學，原欲養育德敷敎儲才，近來全不講論。……禮部尚書黃汝良

議曰：……合無勅下臣部劄行各省直學臣刋為條教，頒下府縣，塾師俱籍

名於官，有能以《孝經》、《小學》教育童蒙，俾之入孝出悌，幾幾小子

有造者，塾師榮以衣巾。58  

崇禎皇帝將其對官僚群體的不滿，推及於士風的不良，更溯本追源則肇端於道德

教育之不受重視。禮部官員回應皇帝的訓示，乃訂定政策，強化蒙學中的道德教

育，鼓勵以《孝經》、《小學》作為教材。入清之後，還是偶有當權者又圖藉此

重振學風。 
在提倡閱讀《孝經》與《小學》的聲音中，隱約可聞一股抗衡科舉功名之意

圖。賀欽 (1437-1510) 極力提倡《小學》作為教本，59 有著抵抗世俗之嘆，有詩

                                                 
 57 葛昕，《集玉山房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6 冊），卷六，〈刻孝經

引〉，頁 5a，總頁 459。 
 58 嵇璜纂，《續文獻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7冊），卷五○，頁 31a-b，

總頁 403。 
 59 賀欽，《醫閭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40 冊，臺北：新文豐，1989，據民國二十

五年約園刊本影印），卷二，〈言行祿〉，頁 9b，總頁 57：「先生教人必自《小學》

始，時科舉之學行，往往舍而不讀，常命諸生曰：『不願讀小學者無留館下。』於是小學

之教盛行鄉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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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不讀小學以科舉不用故爾詩以紀之〉云：「紫陽小學人誰讀，祭酒居然敎不

行。念念只歸官祿上，謾言父母與神明。」60 感慨之餘，他努力倡讀，終於「小

學之教盛行鄉邑」。明代中期，歸有光亦言： 

自科舉之習日敝，以記誦時文為速化之術。士雖登朝者，有不知王祥、孟

宗、張巡、許遠為何人者。吾里沈次谷先生憫俗之日薄，因演《小學》古

事為歌詩，頗雜以方俗語，使閭巷婦女童稚皆能知之。61  

歸有光認為，因科舉之故，《孝經》與《小學》漸漸不受重視，往往不在教材之

列。我們可以推測，《小學》之類道德教材因表達形式不利幼兒口誦，以致在舉

業經營中，未能長期列為幼教基本教材，不過，一直都有強調德化之士用心提倡

教讀。在知識的基本取向上，他們大多強調為學重點在於培養德性，而非為爭取

功名利祿。這固然可說是種價值觀的問題，但也是種知識選擇的傾向。 

大體而言，明清一般士人的知識活動略可分為三個取向：舉業、文藝、道

學，一般士人大多以舉業為主要經營的重心，但也有部分士人在求學過程中，逐

漸對文藝或道學有所偏好。這除與個人之內在性格有關外，也受到求學過程與情

境的影響，蒙學教材的選擇殊屬要項。前述刻意倡讀《小學》者多具此觀念，在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他們是具有道學傾向的教育者，也因此希望藉由《小學》來

強化學童此種傾向，乃至有抗衡科舉價值的意味。高攀龍  (1562-1626) 有謂：

「於今之時有能讀《小學》、《近思錄》，而斤斤脩彝倫日用之間以為學者，吾

必謂之曰聖人之徒也。」62 可見此讀本實寄意甚深，意在成為聖賢。康熙年間進

士蔡世遠 (1682-1733)〈與鄭魚門侍講書〉中亦言：「《小學》一書為敦倫飭行

之要，修身齊家之本，士子少小，先入以養正之言，虚憍鄙陋之習悉去，内聖外

王之學畢基於此。」63 這都顯示他們對《小學》的教化作用有極高的評價，認為

可藉此走上道德的實踐之路。 

不少士人因自幼閱讀《小學》而受到影響。過庭訓（1574-?，萬曆三十二年

進士）《本朝分省人物考》中，不乏這類記載，如：「李嘉祥，貴池人，幼讀

《小學》便知古人可法。年二十四登嘉靖庚戌進士，知開州，首興學以勵俗，作

                                                 
 60 賀欽，《醫閭集》卷九，〈俗不讀小學以科舉不用故爾詩以紀之〉，頁 7a，總頁 131。 
 61 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五，〈跋小學古事〉，頁 119。 
 62 高攀龍，《高子遺書》（收入《無錫文庫》第 4 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據無錫市

圖書館藏抄本影印），卷九，〈重鍥近思錄序〉，頁 7a，總頁 225。 
 63 蔡世遠，《二希堂文集》（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 592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卷八，〈與鄭魚門侍講書〉，頁 2b-3a，總頁 149。 



學屬對覘器識――明清士人的啟蒙教育、對句練習與文人性格的形成 

 -389-

保甲之法，絕窩盜之源，興利革奸，築城濬池，事事畢舉，開人至今尸祝之。」64

「孫銘，字日新，鄒平人，襲祖爵會昌侯。銘自幼莊重沉毅，絕去綺紈之習，嗜

讀《小學》、武書，習射藝。天性極孝，痛父早世，思慕至廢寢食，奉母敬養備

至，立身嚴慎，雖居勳戚，不改儒素之風。」65「陳紹儒，字師孔，南海人。生

而異光滿室，五歲讀《小學》、《孝經》，明愛親敬長之理。弱冠補從化諸生，

應嘉靖辛卯歲貢，卒業成均。時司成湛若水、呂柟咸器重之。」66 這類的敘述，

一方面可說《小學》確有培養德性的功效，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敘述者本身知

識分類意識的反映，其於觀念上認為《小學》具有獨特知識意涵，可以造就士人

之獨特人格。也就是說，《小學》基本上被歸類於道德知識的範疇，且往往被視

為有別於科舉的功利之學。 

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否將《小學》納為教材，是種知識取向的選擇。67 

作此選擇，可說就是在知識追求上，意圖使學子浸潤於道德教化中，而這往往就

有偏向道學的意味。相應於此，明清士人在幼年的童蒙教育中，閱讀《小學》也

是種知識發展的契機。部分學童受此教材影響，積極閱讀後深有體悟，則可能更

往道學的領域邁進。胡居仁 (1434-1484) 即曾自白年少時，徘徊於舉業與道學之

間，「科舉之業既不獲專精，治心修身之學又不知所以用力，是以昏昧愈甚」。

後來，「將《小學》習讀，畧有所感，於是往受教於臨川吳先生之門，迺知古昔

聖賢之學，以存心窮理為要，躬行實踐為本，……豈記誦詞章、智謀功利之可同

日語哉！」68 胡居仁後來從學於吳與弼，成為明代前期理學的主導人物，而如前

                                                 
 64 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53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7，據明天啟刻本影印），卷三九，〈李嘉祥〉，頁 14b，總頁 65。 
 65 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535 冊），卷九四，〈孫銘〉，

頁 15a，總頁 564。 
 66 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536 冊），卷一一一，〈陳紹

儒〉，頁 43b，總頁 251。 
 67 沈剛伯 (1896-1977) 幼年在祖父引導接受傳統教育，其讀書次序是：1. 朱子小學集解 2. 

孝經 3. 論語 4. 孟子……，他自言：「我同輩的些人大都是先讀三字經或千字文，然後讀

四書、讀經，惟我從小學集解入手，常深以為怪。……可見得在光緒年間，除了先讀三字

經再讀四書以外，還有先讀小學集解再讀孝經的一種教法，至少在長江中流一帶地方，是

流行頗廣的。」（頁 764-765）可見這種選擇性一直存在，而與科舉制度相伴隨，直到為

新式教育所衝決，始至於泯沒。沈剛伯，〈我幼年所受的教育〉，《沈剛伯先生文集》

（臺北：中央日報出版部，1982），頁 763-773，原刊於《傳記文學》1.1 (1962)。 
 68 胡居仁，《胡文敬公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60 冊），卷一，〈奉于先

生〉，頁 1a-b，總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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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吳與弼本就強調要以《小學》為成學之根柢，培養德性，故胡居仁之讀

《小學》有感而受教吳氏，殊非偶然。這顯示朱熹所編之《小學》具有啟發性

理、導引進入道學的作用。胡居仁由此覓得進學之路，又找上以此教人的吳與弼

為師，兩人成為師徒，正反映《小學》確實是程朱理學之入學要津。當然，胡居

仁之讀《小學》有感而鄙棄科舉，走向道學之路，並非在童蒙之時，而是於二十

歲左右。一般學子大概也不致於在幼童啟蒙階段即有此知識困惑與覺悟，不過，

父師為其選擇教材，即可能為之埋下根苗，成為日後知識發展之契機。 

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 

明清幼童的初級教育多以背誦《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作為起

點，而別有用心者，則可能還教授《小學》、《孝經》乃至《日記故事》，以培

養道德品格。除此，另有關於情感教育的面向，透過詩歌的吟誦來進行。關於

此，王陽明 (1472-1529) 有相當明確的理論與鮮活的譬喻： 

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専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

詩，以發其志意，……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

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鼔舞，中心喜

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

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

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69  

王陽明的教育理念與其人性論相互發明，他相當清楚人的感情應當得到正面肯定

與抒發，兒童活潑的本性不應加以壓抑，而應該鼓舞引導，詩歌則是栽培涵養人

之善良本性的重要取徑。這樣的教育理念不乏呼應者，黃佐有關鄉校的課程規劃

中，即有詩歌的課程： 

五日一次歌詩，……令善歌者為倡，與衆同歌。既成聲，每班十人歌於先

生之前，用鐘鼓其餘簫笙琴瑟之類，以漸教而和之，未升歌者俱端坐靜

聴，歌畢者復位。其聲容溫雅和平者賞之，如躁俗悲淫者責而教之。70  

這是將詩與樂結合，成為集體性的歌唱課程，教師且在歌唱過程中，觀測學生的

情感表達狀況，從而糾正之。呂坤有關社學的設計，也有類此之教育方式： 
                                                 
 69 王守仁，《王文成全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65冊），卷二，〈訓蒙大意

示教讀劉伯頌等〉，頁 80a-b，總頁 78。 
 70 黃佐，《泰泉鄉禮》卷三，〈鄉校〉，頁 7a，總頁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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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遇童子倦怠懶散之時，歌詩一章，擇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

發、極關係者集爲一書，令之歌詠，與之講說，責之體認。71  

此則一方面將詩歌作為鼓舞情緒之具，另一方面，更藉詩歌以進行情感教育，利

用詩歌所蘊含的情感，來激發學生的共鳴，並由教師解說來引導學生體認諸種情

感內涵與意境。以上都是對詩歌教育持正面意見，且將之視為美好情感涵養的重

要憑藉。不過，這大概是比較理想化的理念與規劃，實際情況與此理想狀態多少

有些出入。 

明清士人在童蒙階段的學習教材中，往往也有詩歌的背誦，程敏政（1446-

1499，成化二年進士）曾特意編寫詠史詩，而其編寫此詩集的出發點則是：「余

家居見塾師以小詩訓童子，乃首以市本無稽韻語，意甚不樂。」72 可見一般塾師

多有以詩教學者，也因此市場上乃有現成讀本——「市本」——的販售。另外，

由前舉黃佐鄉校課程規劃中所謂「不許先用《千字文》、《百家姓》、《幼學

詩》、《神童酒詩》、《吏家文移》等書」，亦可見《幼學詩》、《神童酒詩》

之類讀本，已經成為普遍流行的童蒙教材，程敏政所謂「市本」很可能就是此類

蒙書。這類蒙書的頻繁出現，可見詩歌在童蒙教育亦屬重要的課程。教導兒童背

誦詩歌，實屬蒙學之習慣性教法。事實上，詩歌的教育除了具有鼓舞情緒、涵養

感情的作用外，也有助於識字與造句，因為詩的音樂性可激發兒童的背誦興趣，

有助其記憶生字。所以唐彪在入塾前的識字教育中，特別提及教三、四歲幼童辨

識《千字文》外，「再加以《三字經》、《千家詩》等書，一年可識一二千

字」，足見誦詩亦屬引導學童識字的方法。再者，背誦詩歌更可直接幫助學童學

習對仗協韻別聲調，這些對他們未來寫作八股文亦有所助益。因此，明清科舉雖

不以作詩為決勝科目，在幼學課程中，還是多有背誦詩歌的教育。 

詩歌之教學固然有助於學習舉業，但也令人有所顧慮。明末清初著名理學家

陸世儀即稱：「今人村塾中開蒙，多教子弟念詩句，直是無謂。」73 黃之驥（清

人，生卒年不詳）另有言：「世俗童子師，每令日日作對及詩，此最虛費心力，

徒棄時光。十五歲前不能記誦九經，皆由於此。」74 陸、黃二人主要的考慮是兒

                                                 
 71 呂坤，《新吾呂先生實政錄》卷三，〈興復社學〉，頁 472。 
 72 程敏政，《篁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2 冊），卷二三，〈詠史絶句

序〉，頁 30b，總頁 410。 
 73 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卷一，〈小學類〉，頁 2b。 
 74 黃之驥，《宏遠謨齋家塾程課條錄》（收入《四庫家藏‧蒙學》第 103 冊，濟南：山東畫

報出版社，2004），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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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階段記憶力強，應該專注於記誦經典，分心於詩句無異於浪費時間心力。除

此，更令人擔心的是，兒童階段就接觸意涵文藝美感、可以鼓舞人心的詩歌，可

能耳濡目染，激發文藝愛好，那就更可能作偏離舉業的經營之道了。鄭熙績（康

熙十七年舉人，生卒年不詳）在〈三峯草堂集句自序〉中表白： 

余年舞勺日就外傅，暮歸，先慈口授以唐詩，不三徧即能背誦。先慈喜，

啖以棗栗，每晚必誦二三首，率以為常。蓋自幼與詩近，朝夕樂此，不爲

疲也。稍長，侍先大父於休園，間見集唐人句，以爲友朋應答之章，心竊

喜之，然不敢傚法，恐妨制舉。萟文課之暇，手抄所未見詩，塾師輙加戒

勉曰：「詩與帖括異，俟異日成名後為之，尚未晚也，茲非爾所急。」75  

鄭熙績後來在文藝上頗有表現，據此自序可見其走上文藝之路，乃與其幼年讀詩

經驗密切相關——如其所自言「蓋自幼與詩近，朝夕樂此，不爲疲也」。詩歌確

可鼓舞人心，激發感性，然若過度發展，誦詩而好詩，以致沉緬其中，則有違舉

業之理性經營，往往受到警告禁止。也就是說，童蒙階段的誦詩活動，必須限制

在一定範圍內，用以幫助識字，鼓舞士氣則可，沉溺其中之感情世界則不可。這

也不一定能完全控制自如，或禁之不嚴，或禁不勝禁，總難免會有逾越理性範圍

者。姚文爕 (1628-1693) 於〈薙簏吟自序〉言：「記余六齡時，兄彥昭十齡卽能

詩，余津津向之，而塾師未之許也，亦未敢以請，乃私自吟詠，有『月出水生

樹』之句。師佯怒詰之，因驚喜，且授以法，自十三至二十從父遊，詩頗成

帙。」76 如此則已偏離「經生」正途，而漸走上「文人」之歧路矣。77 當然，從

誦詩到寫詩，中間還有一大段距離。其中有個極關鍵的環節，就是對句的練習，

這也是一個出入科舉之途的歧路叉口，且容後再論。 

四‧學童的記憶監獄 

萬曆二十三年 (1595)，利瑪竇在南昌，為了打入士人群體，他投其所好地在

                                                 
 75 鄭熙績，〈三峯草堂集句自序〉，鄭慶祜纂，《揚州休園志》（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 41 冊，據北京圖書館藏乾隆三十八年刻本影印），卷三，頁 35a，總頁 540。 
 76 姚文爕，《無異堂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0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據清康熙刻本影印），卷一，〈薙簏吟自序〉，頁 88。 
 77 參王鴻泰，〈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50 (200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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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面前表演記憶術：「有一件事使我倍增聲譽，就是我能很快背誦中國

字。……我告訴他們，任意寫多少中國字於一張紙上，彼此不必按一定的程式，

只要唸一次，我就可以背出它們來，一如所寫的程式一樣。他們就如此照辦了，

不按照程式寫了許多字，我唸完了一次，就如他們所寫的同樣又背出來，他們於

是都驚奇不止，像是一件大事，而我為使他們更驚奇，我又將他們倒著背誦出

來，感覺毫無困難，從最後一個回到第一個字一字不漏。這樣更使眾人大驚失

色；後來他們就要我教他們這種神奇記憶的方法，如何能有這麼好的記憶力。為

此，在文人中，我的聲譽四揚各處，使我無法承受，秀才們每天來，還有別的重

要人來求我，教他們這種學問，要拜我為師，行拜師禮，並付師禮金。」78 明朝

士人之所以對利氏的記憶術深感興趣，除了驚駭它的神奇之外，更重要的是，他

們認為掌握此技術，則無論在自我知識的增長，或是子弟的教育，都屬利器金

鑰。記憶對明清士人而言，是其追求知識的重要起點，也是鑑定知識能力的重要

標準，他們希望藉此進入知識的殿堂，以干求功名利祿。 

凡有所當讀書，皆當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讀 

〈玉堂春落難逢夫〉故事中，男主角科舉放榜時，幫忙男女主角互通訊息的

兩個小人物王銀匠與金哥跑去看榜單，王銀匠認出男主角榜上有名，金哥卻懷疑

道：「你看看的確，怕你認不得字。」王銀匠說：「你說話好欺人，我讀書讀到

《孟子》，難道這三個字也認不得？」79 這個情節透露明代教育的程序，王銀匠

應該是讀完《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之類童蒙書，完成基本的識字

訓練，可說已經小學畢業，且進入經典研讀階段，因此他對識字能力遭懷疑感到

生氣。黃佐在關於鄉校的規劃中，學童透過童蒙書的教導誦讀，完成識字句讀的

基本訓練後，即「以次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然後治

經」。80 這大抵是明清時期一般學子的學習歷程。張泰交 (1651-1706) 自敘幼學

情況：「順治十五年，戊戌，八歲。從伯兄泰階受學，讀《三字經》，至揚名聲

                                                 
 78 利瑪竇著，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收入《利瑪竇全集》第 3 冊，臺北：光啟出版

社，1986），〈十九、利氏致澳門孟三德神父書——一五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撰於南

昌〉，頁 163。 
 79 馮夢龍，《警世通言》（臺北：三民書局，1983），卷二四，〈玉堂春落難逢夫〉，頁

263。 
 80 黃佐，《泰泉鄉禮》卷三，〈鄉校〉，頁 6a，總頁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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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父母之句，慨然有志。讀竟，伯兄授以《千字文》，不屑讀，求《大學》讀

之。歸，告母曰：『兒讀《大學》矣！』母喜。」81 這反映從《三字經》、《千

字文》再到《大學》，應該是一般的學習程序，只是張泰交大概有些自恃聰明，

自認識字能力已足，不用再多作訓練，可以直接升級，進入第二階段的經典研

讀，而開始讀《大學》，也令他極感興奮，洋洋得意於學習上升高一級。 

進入第二階段四書五經的研讀，更要求理解文字背後的意涵，所以在教學上

會有更多的解說。不過，這並不表示學子已經脫離背誦的苦差，事實上，這個階

段的背誦可能是更大的負擔。一來讀本已非整齊字句的韻文，背誦更加困難，二

來需要背誦的字數更為增多。《雪濤諧史》中有則笑話：「有書生者性懶，所恨

書多耳。讀《論語》至顏淵死，便稱賞曰：『死得好，死得好！』或問之，答

曰：『他若不死時，做出上顏回下顏回，累我誦讀。』」82 這則笑話在某種程度

上反映了明清學子學習的重要項目是誦讀經書，而經書的誦讀是學子們相當沉重

的負擔，對於記憶力不佳者更成莫大折磨。因此，背誦經書已成為教育者悉心講

究的學習要道，甚至可謂是兵家必爭之地。陸世儀有言： 

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識未開，則多記性，少

悟性；自十五以後，知識既開，物欲漸染，則多悟性，少記性。故人凡有

所當讀書，皆當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讀。不但四書五經，即如天文、地

理、史學、算學之類，皆有歌訣，皆須熟讀。若年稍長，不惟不肯誦讀，

且不能誦讀矣。83  

陸氏此說一方面點出其主張背誦的理由何在，一方面也透露其認為背誦十分迫

切——人當趁年少時，極力利用記性，儘量誦讀重要典籍，藉此打下知識的基

礎。陸世儀另外有言：「弟子讀書大約十歲以前有記性，以後漸否。」他對記性

的流逝深感緊張，認為急需把握有限的時間，務必將四書五經全文記誦爛熟。 

一般人未必有陸世儀這麼清楚的理論認知，但認同其說者應是不少。容或不

具此認知，多數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都會盡力要求學生背誦經典，也有不少人刻

意講求背誦之道。例如，康熙年間石成金 (1695-?) 之《傳家寶》中有〈課兒八

                                                 
 81 張泰交，《受祜堂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53 冊，據清康熙高熊徵刻本影

印），卷一，〈自敘〉，頁 2b，總頁 262。 
 82 江盈科著，黃仁生輯校，《江盈科集》（長沙：嶽麓書社，2008），下冊，89〈書生性

懶〉，頁 886。 
 83 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卷一，〈小學類〉，頁 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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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中有言：「子弟讀生書，須於清晨令其連讀，自百遍至二百遍，熟如流

水，乃及別事。蓋今日之根本既深，嗣後永不遺忘。及理書時不煩多讀，即通本

一氣滾下，何等省力。」84 諸如此類的言論，實不難在明清諸多涉及教育之言談

筆述見到。可見背誦乃是眾所關注之學習要務，而記憶的能力，即是學子最受重

視者，也因此成為沉重的壓力。 

明清士人無論在啟蒙識字或經典研讀階段，記憶力的強弱，都是決定其學習

成效的主要關鍵，是教師評量學子或學子彼此較量的基本標竿。我們不難在各種

自我表白或為人表述的文字敘述中，窺見此標準對人的標記作用。前文所引趙恒

在〈與曹黃門書〉中自表道： 

某之少八九歲時，父母貧，教之干祿，而使授書於塾師。師謂是兒俊利，

當有以折伏之。一日跪之庭，授之千餘言，成誦，命之起，又復授千餘

言，又復成誦。頃之，所誦者數千言，師為一笑而罷。85  

可以想見趙恒因記憶力特強，備受肯定，大概也因此頗為自負，以致教師意圖

「折伏之」，他卻因記憶力超人而通過考驗。由此自白亦可見趙恒至成年後，依

然對此深感自負。記誦能力為士人之能力表記，由此可見一斑。這種表記更可以

在明清士人傳記資料中不時見到，如「日誦數百言」、「日誦千言」、「過目成

誦」幾乎已成用以表述傳主聰明程度的俗套用語了，可以說是檢驗士人資質之基

本項目。《警世通言》卷二七〈假神仙大鬧華光廟〉故事中，龜精假冒呂洞賓來

誘拐美貌秀才魏生，其誘辭道：「子能與吾相聚十晝夜，當令子神完氣足，日記

萬言。」86 魏生本潔身自好，卻為此所誘，與之肌膚相親。誠然，「日記萬言」

對一般士人而言是極大的誘惑，畢竟這是非比尋常且令人稱羨不已的智能。湯斌 

(1627-1687)《擬明史稿》中有載：「沈固，字仲威，丹陽人。幼受書鄉塾，日記

萬言，太祖御製大誥三篇成，令有司舉秀民能讀者。固方九歲與選，召至京試

誦，終篇無遺謬，賜鈔還。」87 可以推想沈固的超人記憶在當地廣為人知，被視

為神童，幼年因此有特別的人生機遇，而正史之撰寫者，也視此為要事。張廷玉 

                                                 
 84 石成金編，李惠德校點，《傳家寶全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課兒八

法‧熟讀〉，頁 60。 
 85 趙恒，〈與曹黃門書〉，黃宗羲，《明文海》卷一九八，頁 5a，總頁 1960。 
 86 馮夢龍，《警世通言》卷二七，〈假神仙大鬧華光廟〉，頁 303。 
 87 湯斌，《潛庵先生擬明史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6 輯第 5 冊，北京：北京出版

社，1997，據康熙二十七年刻後印本影印），卷一三，〈列傳十八〉，頁 20b，總頁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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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1755) 所編之《明史》另有載：「王宇，字仲宏，祥符人，童丱時日記萬

言，巡撫侍郎于謙奇之。」88 可見這確是令人深感驚奇的能力，具此能力特別引

人注意。也因此《郭青螺六省聽訟新民公案》開頭介紹主角郭子章時，就說他：

「年甫食食，即能默誦《孝經》、《曲禮》，九齡出就外傅，穎悟迥越類萃。博

獵經書子史，日記數萬言饒為之。」89 這部小說本意在宣揚郭子章之英明，故在

此特意之作中，為強調其智能不凡，乃言其默誦能力過人，以至能「日記數萬

言」，可見記誦能力已被視為最重要的智能表現，這也可說是明清士人對智力的

基本想像。 

從清代兩大思想家戴震  (1724-1777) 與章學誠  (1738-1801) 幼年學習的經

驗，或可進一步看出資質高下、記憶能力與未來的知識取向之間的連帶關係。段

玉裁 (1735-1815) 所撰《戴東原先生年譜》中提及，戴震至十歲「乃能言」，十

歲能言後，才入塾就讀。入塾後，「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年譜且

對此評議道：「蓋聰明藴蓄者深矣」，也就是說，戴震在成長初期可能被視為遲

緩兒，卻因背誦能力驚人，終被認為聰明過人。戴震自己也極善於利用此天賦，

且為此自負——譜中有載：「先生嘗謂玉裁曰：『余於疏不能盡記，（十三）經

注則無不能倍誦也。』」90 可見戴震之知識能力，被認為主要還是建立在善誦的

功夫上。相對而言，章學誠則屬劣勢的一方，以致初學階段備覺辛苦，據其子言： 

先君子幼資甚魯，賦稟復瘠弱，少從童子塾，日誦百餘言，常形亟亟。先

大父顧而憐之，從不責以課程。惟性耽墳籍，不甘為章句之學。塾師所授

舉子業，不甚措意。塾課稍暇，輒取子史等書，日夕被覽，孜孜不倦。觀

書常自具識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愜，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劄記，以俟

參考。91 
戴震與章學誠在學術史上各臻頂峰，且有互別苗頭意味，推究根由，其差異恐怕

在幼學階段已略見端倪。戴震之記誦能力「日數千言」，仗此以博聞強記，而章

學誠卻僅能「日誦百餘言」，資質不同也，決定成學路徑有異。章學誠記性差，

卻「自具識力」，理解力特強，加以勤作筆記，由此另創學術新境。這自是後

                                                 
 88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一五九，〈列傳第四十七〉，頁 4338。 
 89 吳遷，《郭青螺六省聽訟新民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據日本延享元年[1744]抄本影印），卷一，〈郭公出身小傳〉，頁 1-2。 
 90 段玉裁編，《戴東原先生年譜》（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81 輯第 803 冊，臺北：文

海出版社，1972），頁 4。 
 91 章華紱，〈文史通義序〉，章學誠，《文史通義》（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據粵雅堂

叢書版排印），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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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然則，在初學階段，章學誠偏弱的記誦能力，在科舉的進程中也特別吃虧，

從而造成其有意逃避，另謀知識出路，廣泛閱讀非舉業課本。是亦可見，幼學階

段資質之優劣，往往取決於記誦能力，而此差異也對其知識傾向有重要的影響。92  
記誦能力如此可說是明清士人知識能力的基本檢定依據，然則，記誦能力強

弱之判別標準又係如何呢？黃之驥在《宏遠謨齋家塾程課條錄》中有言：「質之

利鈍，稟受於天，今人或不及古。……茲擬減：從七、八十字漸增至二、三百字

以上即止，不敢以日誦千字強責。」93 又嘗引歐陽修之言謂：「中人之資」可以

「日誦三百字」。94 或許，這可視為明清士人心中資質利鈍的一般標準，即能日

誦二三百言，屬中人之資，不足則屬「魯鈍」者，而能日誦千言者，則為「俊

利」之才。此外，從明清之諸多墓誌傳記，多有敘及就塾誦讀情況者，之中常見

日誦百言、千言之辭，殆可視為智能等級檢定之表述或標榜。此類文字之頻繁出

現，亦反映士人對記誦之深為重視與備感壓力。 
少數特具天賦者，能日誦千言而深感自負，備受重視，而記誦狀況不佳者，

則不免壓力沉重，且常為人所輕。乾嘉經學大師阮元 (1764-1849) 在為母親寫的

行狀中深情回憶： 
乾隆歲甲申不孝元生，先妣自乳之。五歲教識字，六歲就外傅。不孝口

吃，讀《孟子》孟施舍守氣等章，期期不能上口。從塾歸，自憤泣。先妣

置低几於簷前，教不孝曰：「爾坐，毋急遽，爾姑從我口緩緩讀之」。一

夕，得其理，迺背誦如流水。95  

  
                                                 
 92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

〈一、引言〉：「以前研究東原與章齋的學者對他們兩人論學的心理背景還不曾做過有系

統的發掘，這卻是本篇所要特別加以注重的所在。……本篇企圖從歷史的和心理的兩個角

度去勾劃出東原和實齋兩人的思想側影。」（頁 3）基於此，余先生由「章實齋與戴東原

的初晤」開始討論兩人見面的情境與心理，進而分析其學術思想上的異同。如此從心理角

度切入，確實別開生面，且得鞭辟入裡，是極具啟發性的研究取徑。然則，關於戴震與章

學誠兩人心理背景的討論或許可以更往前追溯，究及兩人之童年，因為戴章兩人之心理與

知識性格，應該早在其初學階段已見端倪。蓋其資質（尤其記誦能力）之不同，也決定其

人生際遇與知識取向，以致學術思想隨之異趣，於此已可見一斑。不過，這已逸出本文論

題，且不論。 
 93 黃之驥，《宏遠謨齋家塾程課條錄》，頁 369。 
 94 黃之驥，《宏遠謨齋家塾程課條錄》，〈貴早修〉，頁 365。 
 95 阮元，《揅經室集‧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7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卷一，〈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頁

38a-b，總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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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天生之記性應該不差，只是在學堂中，背誦的壓力太大，而他又口語表達不

順，始陷入極度焦慮中，既感憤怒又傷心，所幸母親善加引導，為其舒解壓力，

他才得順利學習。阮元算是資質與運氣都不錯，終於通過記誦考驗，可免輟學且

學而有成。有些記性差的學子，就不免為人所輕了。明萬曆時期的沈鯨（明萬曆

時人，生卒年不詳）所撰《雙珠記》劇本中，丑角李克成上場即自表道：「人讀

五車書，偏我無一句，緣此別賢愚，我列入低處。小子叫做李克成，天生資性甚

聰明，自幼怕念《百家姓》，慌忙改了《三字經》，先生教我千百遍，四句至今

記不清。」96 此種角色的塑造，正反映學子之記憶力不如人，極易為人所輕，難

免被視為愚人，「列入低處」，成為劣等生。由此亦不難想見，明清一般士人，

除了天賦決定之少數上智與下愚者外，大多數的學子在其學習過程中，為免淪為

下流者，或多或少都有記誦的壓力。利瑪竇的記憶術之所以引起震撼，博得盛

名，乃至讓人趨之若鶩，正顯示當時士人對記憶能力之極端重視，且深感焦慮。 

由於記誦能力被視為檢驗智力的基本標準，因此若不能達到一定標準，在初

階的學習往往會被判定為劣等生，極易受罰，學習處境往往相當難堪。前引《醒

世姻緣》中有關主角狄希陳之童年學習，其父母另求明師後，在認真塾師的教導

下：「教了一二十遍，如教木頭的一般。先生教，他口裏捱哼，先生住了口，他

也就不做聲。先生沒奈何的把那四五行書分為兩截教他，教了二三十遍，如對牛

彈琴的一般；後又分為四截，又逐句的教他，那裏有一點記性！」97 相對而言，

同學中的薛教授之子，「教了三遍，就自己念上來了」。因此，狄希陳和塾師的

關係也極為緊張，不時受罰，互視如仇。如此情節恐怕並非小說家虛構，而屬現

實之反映。另前引汪縉〈撞菴先生記〉中表述「對書則懵然……塾師怒之，時予

捶楚焉」，以致自認「為塾師桎梏者十餘年」。汪縉即因記性不佳，而在求學過

程中大吃苦頭，友人彭紹升 (1740-1796) 為其所撰之學述就說他「少不善記誦，

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98 他自己則道：自幼喜愛戲劇，尤好演楊繼盛、

海瑞之戲，因此「每入學讀四子書，心乃在楊海兩先生，以是孔孟語多不上口，

塾師時予捶楚焉」。99 像這樣一個記性不佳，又心有旁鶩的學生，自是學習情況

                                                 
 96 沈鯨，《雙珠記》（收入《明清抄本孤本戲曲叢刊》第 12冊，北京：線裝書局，1996），

第 8 齣〈假思圖色〉，頁 101。 
 97 西周生，《醒世姻緣》，第 33 回〈劣書生廁上修樁 程學究裩中遺便〉，頁 434。 
 98 彭紹升，〈汪大紳述〉，汪縉，《汪子文錄》卷一○，頁 20b，總頁 281。 
 99 汪縉，《汪子文錄》卷五，〈與羅臺山三〉，頁 13b，總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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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時遭捶楚實屬當然。更糟糕的是，他學習進度也因此嚴重落後，塾師根本

視之為不堪造就之劣等生，不願教導他作文，彭紹升所謂「年十六試爲文」，實

則是其慈母勉強求來。關於此，有極為感人的戲劇性過程： 

予幼奇鈍，年十六尙未解把筆爲時文，讀先輩短篇三日不能上口，時走至

庭前仰視雲天而已。於時從兄弟與予年相近者，皆翕然爲文詞，或著能文

聲於塾。先太孺人亦知縉奇鈍，然望縉心益迫，心甚戚，因强塾師試縉以

文，不可，得數請乃諾。先太孺人大喜，涓吉日爲縉試筆。先試筆日，盛

治具享塾師，塾師終席無歡容。越日以題試，予援筆文立就，塾師見之大

驚曰：「吾不意若之有是也。」是日，先太孺人使老嫗立塾外，竊聽塾師

言，以報太孺人，出望外大喜。100  

這可以說是劣等生逆境翻身的情節。汪縉「奇鈍」——其實主要是背誦能力差，

以致塾師認定他學力差，無法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開始練習寫作制義文章，

因此相較於同學的進階為文，他成了「留級生」。他自己極感苦悶，母親更為感

傷。最後在望子成龍的母親的強烈懇求下，塾師才勉強讓他試筆，未想汪縉雖記

性差，卻非愚笨，他的理解與寫作能力實過於常人，塾師大感意外，母親則喜出

望外。試筆這一幕極具戲劇性，固然，此事關學習之進階否，汪縉若不能進階為

文，則此生即與科舉無緣，連生員資格都無法取得，只是個識字的庶民。這也是

其智能的重新鑑定，若無此意外，他將因記性差，而終身被認定為「奇鈍」之

徒，前途黯淡。明清士人的養成教育中，記誦能力實屬基本且關鍵之能力，若此

能力不足，則不免被列為劣等，處境極為不利，可能不時受罰，且難以升級，進

而學作文。 

不計其遍數，惟期能背 

宋人楊時 (1053-1135) 所編之《二程粹言》中嘗載，有人問：「人有日記萬

言，或妙絶技藝者是可學乎？」程子回答：「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

利也。」101 日記萬言，是特殊的才能，多半天生，不可強求其能。背誦經書既

屬必要功課，大多數的士人只能「勉而少進」，求其積累有功。這是一個長期奮

戰的過程。前引陶望齡〈陳母壽序〉述及陳母感於其夫「書過目輒誦」，而二子

                                                 
100 汪縉，《汪子文錄》卷二，〈方先生文錄敘〉，頁 13b，總頁 215。 
101 楊時，《二程粹言》（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21 冊，臺北：新文豐，1985，據正誼堂全

書本排印），卷上，〈論學篇〉，頁 18，總頁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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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無此奇才，因此努力督導二子用功。其主要作為即在「勸誦」，除誘之以果餌

外，又頗費心機地延長其誦讀時間，勸子「勉誦」。陳母之所為固有過人之處，

然而如此勸勉子弟誦讀的意圖卻是多數用心家長的共同心態，只是作法各有不

同。崔述自道父親對他的教導： 

五歲始授《論語》，……每授若干必限令讀百徧，以百錢置書左，而遞傳

之右，無論若干徧能成誦，非足百徧不得止也。既足則令少憇，然後再授

如前。102  

崔述因為父親特重其教育，很早就開始識字，因此進入經典研讀的時間也較早，

而入此階段後，其父又更加強其背誦功課。然此背誦功夫的訓練，並非崔家獨

有。唐彪在《父師善誘法》中指示道： 

讀半年小書便可教讀四書，即與之逐字講，逐句講，如俗語一般，使知書如

說話，從前至後，如問如對，有上句便知應有下句。先將本日所教生書講了

一遍，然後敎以讀，敎讀數遍已能成誦。……每見先生教了學生一首生書，

並不計其遍數，惟期能背而已，……莫若敎了一首生書即令讀三十遍。103  

由唐氏所謂一般教師「惟期能背而已」，不難推知背誦是相當普遍而備受重視的

學習要求，只是唐彪強調應該有所理解後，再使之背誦，並且引導有法，即讓學

生反反覆覆的循環朗誦上百遍，直至這些字句浸透入心，銘刻於腦。強力的背誦

訓練，應是明清學子尋常之事，只是每人進階早晚有別，而方法或有不同。無論

方法如何講究，大概都需要不斷口誦同樣的文字。明清學子都不免陷於此種被迫

情境中，只是因個人天賦記性不同，而壓力感受有程度上的差別。 

記誦能力相當程度上決定於天賦，少數天才能過目不忘或日誦萬言，大概就

不用勉強而為，花費太多時間或心神致力於此。一般人大概都得在記誦上花費極

大的心力，這是少年學子們學習上極大的考驗，也是為人父師者關注之重點，事

實上，這是士人養成教育初階教與學的重點，教育之能否有成，可說大半由此決

定。這是個強迫學習的過程，能否有效強迫決定成敗，放任行之者多半無功。張

文麟（弘治十八年進士，生卒年不詳）的父親科舉不利，長期教書維生，家庭經

濟不寬裕，或許因此也未執意要張文麟走科舉之路，曾經考慮讓他學醫。張文麟

自述其就學情形道：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六歲，先公命就外傅，即今所居巷南數家有錢先生

                                                 
102 崔述，《考信錄》附錄卷一，〈先君教述讀書法 先孺人教法附〉，頁 10b-11a，總頁 877。 
103 唐彪，《唐翼修父師善誘法》，頁 59a，總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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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拜為師。錢教村學、市井童子約三十餘人，每日止授予《神童詩》四

句，且令他生教之，不能成誦。 

宏治元年，戊申，七歲，改從靈公殿東住頭一家任先生。先生訓導有方，

日有定規。凡所背書，每先日授，次日晨入則背昨所誦書，次習字，散午

後令誦昨所授書，必熟背，背熟再授明所誦書。吾性於書必先誦，至次日

復誦數則熟，得先生教法如此，諸同學背書我為最熟，遂稱聰明。…… 

宏治四年，辛亥，年十歲。從東鄰繆廷善先生，先生歲貢士，與先公友

善，故命從之，而先生教法無常，與任先生反。每日自出外，稚性懈弛，

遂至書背不出。端巖子曰：「一子耳，從任先生則聰明，從繆先生則嗗

。人家子弟少有資質，全在先生之善教不善教耳。」 

宏治五年，壬子，予年十一歲，復從任先生，四書得熟誦，讀《禮記》

起。104  

這是較為難得的有關幼年學習歷程的自我表述，從中略可見當時教師引導學童誦

書之情況。可能出於現實考慮，張文麟初就外傅似乎不是很慎重，就近之便，在

所居附近的村學讀書。這位教村學的錢先生不是很專業，學生人數多，讓年齡大

的教年幼者。在此情況下，張文麟連簡單的背誦都不行。可能因為學習情況太

差，其父很快另換教師。新教師任先生是個相當專業化的教師，有一套很有效的

教學法，能控制教學進度與流程，也能嚴格要求學生反覆背誦，於是張文麟學習

成效極佳，因為擅長背誦而被認為是優等生。三年後換師，這位繆先生學歷較

佳，卻不能嚴格要求，以致背書成效差，文麟乃又再回教學成效優良的任師門

下。其經典教育之第一階段——四書的學習，就在任師的要求下，以三四年的時

間背誦成熟，此後乃更進入下一階段，研習專經。 

張文麟之例具體顯示，士人的誦讀是相當艱難的學習過程，需要具有教學經

驗與責任心的教師，在過程中不厭其煩地嚴加督導，才能完成此苛刻的訓練，為

學生打下堅實的知識基礎。也不難想像，在此過程中，學習者，尤其是玩心未泯

的兒童，面對如此極具強迫性的背誦要求，是記憶力與耐力的極大考驗，很容易

感到不耐煩，心存逃避，因此常須教師與家長強力的壓制，不時糾正，若放任縱

容，則多半難以成功。當然，高壓須與懷柔並用，緊迫與鬆緩也應適當調配。至

於如何調配，則以父師之經驗判斷，因材施教。 

                                                 
104 張文麟自敘，張海鵬校刊，《端巖公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44

冊），頁 47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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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世儀所謂：十五歲以前多記性而少悟性，「故人凡有所當讀書，皆當自十

五以前，使之熟讀」。經書的誦讀基本上是記憶功夫，不過，也不全然就只有記

性而無悟性。事實上，對經文的理解還是必要的，而且內容的領悟實有助於記

憶。張文麟之師任先生的教法是「凡所背書，每先日授」，這個「授」，除了教

讀外，講解字義應該更是重點。唐彪教讀四書之法也強調講解：「與之逐字講，

逐句講，如俗語一般，使知書如說話。」如此背誦書文也不只是強制性的記憶工

作而已。這是將理解與記憶合而為一，意圖使之完全融會貫通且深入其心。黃之

驥《宏遠謨齋家塾程課條錄》中言： 

大抵生書一道，看讀、背讀遍數既足，始分之、繼合之，又通之、溫之，

連朝連夕，復接續讀之，則亦透熟矣。可以經時不忘，計有半月，乃去冊

首最先一道，前者日減，則後者日加，迴圈不已，舊聞新得，交盡其功，

豈不美哉？凡熟書逐字逐句須緩讀，以致其抑揚深思，以昭其涵泳。斯理

與心融，乃非記問之學所及。105  

這種分分合合又反反覆覆的看讀與背讀，固然可說是種求其記憶不忘的技巧，然

則更為關鍵之處在於「透熟」，就是讓這些經典的字句根深蒂固地盤據在腦海

中，且在心中深思涵泳。利瑪竇在中國展示的記憶術可能是種傾向於圖像式的記

憶，與明清士人所強調的「誦讀」應該有所差異，由此所言可見，誦讀之「誦」

並非只是形容，實則其口誦也是強調的重點，且別有意涵。這是有意藉諸聲音的

抑揚引發深思，涵泳其中，深刻體會字句背後之內涵。也就是說，口誦也是一種

思維活動，而且可能更為深層。其最終目的乃在讓經典文字所包含的道理可以和

誦讀者的內心相互交融——即所謂的「斯理與心融」。或許，這和宗教上的「誦

經」有相通之處，是種深刻的心力活動，是種促動意念的作用。所以，誦讀的目

的是求其完全熟悉經典字句，且透入心中，融會其理。 

黃之驥所言大概是一種比較理想性的誦讀理念，一般塾師未必有他那樣的深

刻體認，但用心教學者，大概也都能在講解與誦讀上用力，並以各種方式要求學

生儘可能地掌握並熟悉文義，再小節全章分分合合地要求學生朗讀，日積月累反

反覆覆地背誦。他們大概也都認知到理解與背誦不可偏廢，背誦也是為了深刻理

解，因為最後要通過各級科舉考驗，主要決定於制義文章的寫作，而此種寫作乃

出於理解經義後的議論。所以，用心且教學成功的塾師，必然知道背誦是為了熟

                                                 
105 黃之驥，《宏遠謨齋家塾程課條錄》，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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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經典，而非只是機械性的記憶字句而已。相對而言，在父師壓力下受教的學

生，除了多感背誦之艱難外，是否能深體其意呢？果如陸世儀所言，這些年少學

子此時多記性而少悟性，推想多數人大概都還是以勉強背誦為主。不過，可能也

有一些能在誦讀中深體文意而涵泳其中——王慎中所撰〈儒林郎順天府推官易愧

虚先生行狀〉載： 

先生生而醇靜，不與凡兒狎，毁齒從師，塾逺於家，往來早暮不失晷刻，

行過市無遊視躓步，坐市翁媪竊識之，終始如一日，曰：「異哉誰家

兒？」在塾執業熟矣，猶守案坐誦，同塾兒誘之戲，不可，或靳之，不為

忤。時摘誦數句不絶口，傍兒笑曰：「獨此四句患忘耶？」應聲曰：「誦

久有味，非為忘也。」塾師駭問之，知其性近於繩準，而章句義味殆心所

通矣。比長，彌究經訓，潛心儒先之業。106  

易愧虛是個生性嚴肅的學童，他的誦讀不止是應付塾師的要求而已，亦非為了求

取好成績而勉強用功。其誦讀已不僅是為了避免遺忘，而是如此熟記經典後，能

再三朗讀，藉此透入經義，求其能熟透於心，讓心意與經義融會貫通。所謂「誦

久有味」，正顯示易愧虛已能在朗誦中深刻體味經義，且涵泳其中，自得其樂。

塾師也由此知悉其已臻「章句義味殆心所通」之境界。這樣的學童或許究屬少

數，故得出類拔萃，乃至塾師為之驚駭。不過，這也未必是異類，一般學生在塾

師的解經與誦讀的循環過程中，應該也多能漸漸引導出學生的悟性，使之漸與心

通，只是有遲早深淺的程度差異。然則，這當中也有人格性向與知識取向的差

異，部分士子在此誦讀過程中，傾向於嚴肅地體味經義，謹守遵行，乃至樂在其

中。此類士子在知識傾向由「經生」更往「道學」的路徑發展，其「文人」性格

大抵較為淡薄。 

五‧對句練習 

由前文所論，大概可以觀見明清士人養成教育的不同階段：初階教育乃背誦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童蒙書，藉此訓練孩童識字能力與基

本常識。中級教育則是研讀四書，著重基礎學識的養成。最後一個階段，則進入

經書的研習，這就具有專業性的學識涵養了。這三個階段是明清士人的學識養成

                                                 
106 王慎中著，林虹點校，《遵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卷一七，〈儒林郎順天

府推官易愧虚先生行狀〉，頁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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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除此學識的養成外，明清士人在進入科舉的過程中，還有極為重要的寫作

訓練，真正決定士人能否進入科舉之途，從中獲取功名。 

概略而言，明清士人之知識能力大抵有讀、寫兩端：所謂「讀」者，率指前

文所言之識字與誦讀表現，而所謂「寫」者，即文藝寫作。在科舉範圍內的八股

文最被視為正途的寫作，除此各種文藝性的古文詩歌寫作亦屬文人才能表現之要

項。且不論其間之區別與抉擇，回到學子之求學過程來看，此寫作能力之培養其

根本則在於對句的練習，此種屬對能力可說是明清士人一切寫作的出發點。如李

開先所言：「今世人生七八歲，出就小學，先習對句，然後講書作文。」107 同

時，對句練習也是常見之士人能力測試的重要項目，而且其測試方式充滿趣味

性，以致常為人津津樂道，乃至演成一種別具特色的社會活動與文化。 

善屬對，宴客屢以試 

明清士人的寫作訓練大抵是從對句的練習開始，這種練習可能開始甚早，而

且早具對句能力往往被視為聰穎的表現，或者說對句能力如何，常被用以測試學

童是否聰穎。魏大中在其自撰年譜中，即說他六歲時，跟隨父親讀書，表現良

好——《魏廓園先生自譜》中載： 

（萬曆）八年，庚辰，六歲。是歲，先都諫（其父）課予讀，讀能彊記；課

偶語，頗能捷應，嘗引以對客焉。108  

此文顯示魏大中幼年的學習優勢主要表現在「讀能彊記」與「捷應偶語」上，相

應於前文所言，「讀能彊記」乃屬「學識養成」上的優越，而「捷應偶語」則是

「寫作訓練」的長處。這兩者差不多就是明清社會中，士人教養過程最主要的能

力檢驗項目，而這兩方面優異的表現，或可說就是能否進入仕途的關鍵性條件。 

由魏大中所謂「嘗引以對客焉」的說法，可見魏大中能捷應偶語的能力，已

經成了他父親用以誇示於人的項目。這種誇示是明清社會的常態，我們不難在各

種傳記資料中見到這種對句能力的強調與誇耀，例如：《高陽太傅孫文正公年

譜》有言： 
  

                                                 
107 李開先，《李中麓閒居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4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卷六，〈《續對》又序〉，頁 52a，總頁 26。 
108 魏大中編，《魏廓園先生自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56 冊），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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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四十六年，丙寅，公四歲：口授韻語，一再過輒成誦。 

隆慶二年，戊辰，公六歲：學屬對，出語驚人。109  

這種紀錄也類似魏大中，都以記誦能力及對句能力來證實一個人的智能潛力，而

「出語驚人」之說，也反映出屬對能力是眾所矚目的表現，具此能力極易引人注

意，達到「驚人」的效果。此種驚人效果可由下例，更見顯著——《畢司徒東郊

先生年譜》曾載： 

（萬曆）五年，丁丑，公七歲，始就外傅。……會秋大熟，塾師出對曰：

「稻熟黃雲艷」公應聲答云：「梅開白雪香」，一時傳其幼清，有「江夏黃

童」之目。110  

可以想見這種對句的練習，大概已是當時一般學子學習過程中一種極為「生活

化」的活動，為人師長者乃時而取諸生活素材，要求學生作對句相應。對句活動

既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為眾所關心之事，如果能夠對出精采的詞句，容

易廣為傳頌。畢懋康（?-1645，萬曆二十六年進士）七歲時，以「梅開白雪香」

對應塾師的「稻熟黃雲艷」之後，即一句成名，被視為天下無雙的神童。而在日

後，這個精采的對句，也成為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猶然見載於其年譜傳略之

中。據此，大略可以具體觀見對句的表現，乃是士人生命中的大事，幾乎可以

說，是明清士人開啟其知識人生的首宗要事。無論後人為之回顧的人生紀錄，或

是當時親友的觀察，精采的對句表現都是重要的人生演出，是其生命異彩。就

此，我們大抵可說：對句是開啟士人生命光輝的一道門。 

由上述事例可以看見：對句已經成為學子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動，這些

對句活動也頗具表演性，如陸粲（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生卒年不詳）在父執輩的

交往場合中被召見，被測試對句能力的場景，大概是明清士人家庭交往過程中的

常態——在嚴訥 (1511-1584) 所撰之〈恭肅公行狀〉中嘗載： 

公生有穎質，數歲，善屬對，宴客屢以試公，公對屢警不凡，人大奇之，

其塾師遂辭，不能教而去。111  

                                                 
109 孫銓編，《高陽太傅孫文正公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55 冊），卷

一，頁 119-120。 
110 胡博文編，《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56 冊），頁

95。 
111 嚴訥，〈恭肅公行狀〉，周用，《周恭肅公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55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嘉靖廿八年周國南川上草堂刻本影

印），附錄卷，總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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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看來，作對句的能力已經成為一種表演項目，是宴席中賓主間社交活動的一

部分。不獨一般士人喜以對句測試兒童，皇帝亦以此為樂。《明儒言行錄》中，

載李東陽  (1447-1516) 幼年時，即受召在皇帝面前表演過對句。關於此，《靳

史》有更詳細之記載： 

李西涯、程篁墩同朝見，適直隸貢蟹至，英廟即試以對句，曰：「螃蟹渾

身甲胄」，程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

曰：「蜘蛛滿腹經綸」，上遂大異之：「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寳鏹

而出。後李出入館閣四十年，而程終於學士，竟如其對云。112  

在此不確定幼年的李東陽被視為「神童」是否係因其超人的對句能力， 113 但

是，由此紀錄顯見這兩個神童的才能主要展現在優異的對句能力上。這個故事多

少也顯示：對句已經成為一種普遍性的活動了，皇帝對此極感興趣，以致以此來

測試神童。 

明英宗 (1427-1464) 之以對句測試神童，並非一時興起，甚至，也非他個人

之特別興趣，這是一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率皆好此之普及文化。皇帝之好此，

實乃因其亦未能自外於此種文化之故——據《明史紀事本末》載： 

（洪武）二十五年夏四月丙子，皇太子薨，皇太孫生，而額顱稍偏，性聰

頴，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祖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

不稱旨，復以命燕王，語乃佳，太祖常有意易儲。114  

又，《續文獻通考》中載： 

永樂十一年五月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栁，……射畢，命屬對，

                                                 
112 查應光輯，《靳史》（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29 冊），卷二七，〈國朝〉，頁

22b，總頁 533。另此事亦見於監察御史姚之駰，《元明事類鈔》（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第 884 冊），卷三九，〈麟介門‧渾身甲胄〉，頁 15a，總頁 631。 
113 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另有載：「文正四歲，能作大書，順天府以神童薦入內庭，過門

限，太監云：『神童腳短』即髙應云：『天子門髙』，召見文華殿，命給紙筆書『麟鳳龜

龍』十餘字，上甚喜，抱置膝上，賜珍果及寶鏹。」（卷一六，〈人品門二‧幻慧‧神童

腳短〉，頁 6a，總頁 254）據此看來，其受召原因主要是因他「能作大書」之故，不過，

顯然地他善於對句，也是引人注目的要因。又據王世貞所言：「五歲，李文正東陽，以奇

童舉，善大書屬對，入翰林肄業。」（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

1985，卷五，〈皇朝盛事述五‧早達〉，頁 86）可見李東陽之受召帝前，應是同時兼善書

法與屬對之故。 
114 谷應泰編，《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一六，〈燕王起兵〉，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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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曰：「萬方玉帛風雲會」，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甚，賜名

馬錦綺羅紗蕃國布。115  

前者以屬對稱旨與否，以致有易儲之意，或許不免誇張，不無為燕王日後篡位合

法化之意圖，不過，舉此以為合法化之說辭，亦顯示在觀念上「屬對」之事關重

大，竟至於可以定奪皇位，足以動搖國本。而由《續文獻通考》之記載，亦可見

帝王之家也確實不自外於對句文化。在重要節慶場合中，屬對活動乃為其中之重

要表演項目。對句之稱旨，也確可動搖至尊之心情。要之，在明清社會中，對句

活動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活動，因而對句形式與內容也成為極為重要的表達

文化。 

李東陽幼年即以善對而揚名於皇帝之前，日後，他的兒子也頗善於對句——

他為十歲即早夭的二子兆同所寫的銘文中形容道：「兒骨相竒聳，目炯炯射人，

機頴驚脫，五歲能作屬對語，敎之即應口成誦，口占俚句類協聲韻字，雖未素

識，亦能闇冩，累數十筆不少誤。……余懼其洩露太早，每為抑遏之。」116 他

的另一子兆先則更與之以對句相譏，而傳為趣談——《南園漫錄》嘗載：「今閣

老西涯李公子兆先頴敏有異才，而不事舉業，且日唯狎逰於巷曲。公知之，書於

書屋之壁曰：『今日東街，明日西街，科場近了，秀才！秀才！』兆先見，而別

題於下曰：『今日黒風，明日黃風，調和鼎鼐，相公！相公！』蓋時適有多風之

異故也。一時喧傳都下，至內寺俗夫亦能道之。」117 或許，李東陽父子確實天

賦異稟，但除此個人特殊天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更是一種「文化」，他們的

天賦就是在此對句文化下被刻意教養、強化，以至於被特別凸顯出來。兆同在五

歲時，即「能作屬對語」固有其天分，但多少也因有人將他天生之才智引導至對

句活動中，故而以此見長。至於兆先與其父以對語針鋒相向，正可見對句文化實

已融於一般生活中，而此父子間於家戶之中，書屋壁上之對句，竟至「一時喧傳

都下，至內寺俗夫亦能道之」，更可見對句文化之普遍流行，作為者與傳播者，

率皆津津樂道。 
  
                                                 
115 嵇璜，《續文獻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9 冊），卷一一九，〈樂考‧

散樂百戲〉，頁 13b-14a，總頁 405。 
116 李東陽，《懷麓堂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0 冊），卷五○，〈文稿三

十‧誌銘‧兒兆同埋銘〉，頁 19b-20a，總頁 541-542。 
117 張志淳，《南園漫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88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卷

九，〈對父語〉，頁 3a，總頁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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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士人的社交活動已為兒童開啟了一個表演的舞臺，供其展現自

我，而其展現方式則是以對句的形式演出。換言之，對句的練習與測試，已經成

為一般學子的重要課題——對句是他們極為重要的一種自我表現的方式，以至於

成為眾所矚目的表演活動，身處其中的學子們，也就可能因而竭盡所能地演出，

期望能出奇制勝——崔銑 (1478-1541) 之〈周秀才誄〉言： 

秀才名太，字大初，安陽人，郡倅公之季子也。幼能占對，鬭奇取捷，見

者大驚，既長，綜覽諸藝。118  

由此所謂「鬭奇取捷」，大略可以窺見周太在從事對句的表現（表演）時，內心

充滿緊張。他有強烈的爭勝之心——「取捷」，故而積極地想要有別於一般人的

表現——「鬭奇」，由此以達到「見者大驚」的演出效果。由前引有關善對的事

例中，亦可觀見其中多有所謂「出語驚人」、「人奇之」之形容，顯見在對句活

動中，若得精采的表現，常易達到為人「驚奇」的效果。相對地，追求這種驚奇

效果，也可能成為目標。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對句的活動為初學兒童製造了演

出的機會，為學童搭構起來一個表演的舞臺，讓他們可以登臺演出。演出者的鬭

奇與觀看者的大驚，共同構成了一個極具戲劇張力的演出場域。被引領進入文字

世界的學童，很快就被推上這舞臺。特具對句能力者，乃得於舞臺上倍受關注，

因而易於養成獨特的自我意識。所以，可以說對句這種文字形式，是明清社會中

兒童藉以表達自己、展現自我的主要方式。在相當程度上，當時士人的自我意

識，就是從這種童年時的文字遊戲開始的。 

當對句成為常見的才藝表演時，相對於善屬對受讚美乃至獎賞，也不少士人

在表演中無法通過測試，而陷於尷尬的處境中，甚至淪為笑柄。歸莊  (1613-

1673) 之雜著中嘗載： 

徐澹寧以華亭相之曾孫，為王文肅公之孫壻，緱山太史之壻。素不慧，十

餘歲時，至王氏賀，陳眉公徵士，固冰人也，與偕來。文肅問曰：「徐郎

已能下筆作文否？」陳曰：「未也。其家教不求速進，不即以舉業為

事。」文肅曰：「然則必能作對。」陳固知其不能，然無以為辭，又但唯

唯。文肅出對云：「君君臣臣。」徐久之不能對。陳以足略頓，微向徐

曰：「看下面！」其意蓋欲徐謂「父父子子」也。率然對曰：「雪裡拖

                                                 
118 崔銑，《洹詞》（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卷三，

〈周秀才誄〉，頁 9b-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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鎗。」蓋貓之純白而尾黑者，俗雪裡拖鎗，時適貓蹲在几下，徐誤會看下

面之意，遂有此語。至今士林傳笑。119  

這幾乎是趕鴨子上架的強迫性表演，不過也並非個人之惡意使然，而是社會習慣

有以致之。既然出身世家子弟，詩書傳家，想必受了良好的教育，而讓秀異子弟

藉此展露才華，也算成人之美，更且如此測試已是對一般學子之尋常性「問

候」，何況同行者又是知名文人，同席者都是富有學識者，在此場合對句也常是

充滿妙趣的文字遊戲，不時隨機而為。是故此測試可說在情在理，自然之舉。未

想，竟讓世家子弟露出原形，成了廣為流傳的笑話，亦可見這種屬對文化也有令

人感到壓力的面向。 

屬對文化流行於明清社會中，也導致此類笑話或故事，常見於通俗文學。

《西湖二集》卷四〈愚郡守玉殿生春〉中，敘及一個資質極為魯鈍的讀書人，在

形容其愚魯不文中特別提到：「看看到了十六七歲之時，人大志大，守著這個書

本子，畢竟也讀了些書下去。那時方會得對課，你道他對的課是怎麼樣妙的？李

先生道：『一雙征雁向南飛，』趙雄對道：『兩雙燒鵝朝北走。』李先生道：

『門前綠水流將去，』趙雄對道：『屋裡青山跳出來。』凡是所對之課，都是如

此。後來直到二十歲外，自知愚魯，發憤攻書，也漸漸通其一竅，……趙雄也覺

得有些意興發動，負了技藝，便要赴臨安來科舉。你道一個極愚魯之人，略略寫

得兩個『之乎者也』，便要指望求取功名，場中赴選，十個人笑歪了九個的

嘴。」 120 這種故事及其中的敘述語氣正反映，對句問答可說是士人的智力測

驗，而測試不利者，往往成為笑柄，大家也都樂於流傳或製造這種笑談。在流行

文化中，才子與蠢才的分別，可說就是在此種對句活動中具體表現出來。 

令其屬對，凡以調聲律、覘器識 

在對句活動這個舞臺中，善於屬對的幼童其自我意識得到奇特的成長，他們

「不凡」的意識將在這個場域與過程中，逐漸（甚至快速）地養成，且一再地被

強化。如此，藉由操弄文字來表現自我，由此演出來肯認自我，顯揚自我，因而

建立一個「不凡」的自我期許與自我形象。明清士人的生命史，即在此被置入一

                                                 
119 歸莊，《歸莊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一○，〈雜著〉，頁 515。 
120 周楫，《西湖二集》（收入《西湖文獻集成》第 28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卷

四，〈愚郡守玉殿生春〉，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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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符咒」，從此他們將背負著這個「不凡」的符咒走上一條精采燦爛或坎坷曲

折的人生歷程。 

對句是學子駕馭文字的開始，這種文字駕馭的能力也是左右他們人生的重要

力量，是他們掌握命運的一支鑰匙。楊繼盛有個頗為「狼狽孤苦」的童年——他

在自撰年譜中述道： 

庚辰，年五歳，父妾陳有寵而妒，遂各居，産分為三，母及兄與予得其一。 

辛巳，年六歳，嫂惑於庶母，兄惑於嫂，兄與母又各居，耕種之苦，負戴

之勞，母及姊俱身任之。時予亦嘗負一小束禾，隨母姊同行，見者為之嘆

息流涕。 

嘉靖改元，壬午，年七歳，母得咳嗽勞疾，七月六日捐館，父攜庶母避之

他所，予惟哭泣，日則諸姊引攜，夜則隨兄同寢，其狼狽孤苦，良為至極。 

癸未，年八歳，夏即善牧牛，或宿於塲園，或宿於瓜鋪。至里塾，見諸生

揖容之美，吟誦之聲，心甚愛之，欲從讀書，兄曰：「若年幼，焉用

此。」予曰：「年幼能牧牛，乃不能讀書耶？」又告於父，始得從師。受

書四五過，即成誦；從學四五日，即能對句。 

甲申，年九歳，退學供牧牛事。……冬十月，農事畢，從塾師肄業。 

乙酉，年十歳，從塾師學，對句輒善。一日，客至無酒，沽於館，父出對

云：「無酒是窮主」，予即對曰：「有兒為名臣」。客歎賞不置，父由此

鍾愛之，而庶母意亦稍稍敬矣。 

…… 

戊子，年十三歳，……一日，師出，同學作布陣相戰之勢。師來，衆皆藏

匿，師呼跪，出對云：「藏形匿影」，對成者先起。予隨云：「顯姓揚

名」，師云：「此絶對也」。自此相愛之甚，敎以作文法。121  

楊繼盛之父大概是個不甚在意兒子教育的父親，且因鍾愛寵妾，對楊繼盛本無關

愛之情。這種情況卻因楊繼盛的對句能力而有所轉變，他由於一句「有兒為名

臣」以應「無酒是窮主」的巧對，改變父親對他的觀感，而原本恃寵善妒的庶母

也因此對他稍存敬意。這個對句對他幼年的人生實具有關鍵性的扭轉作用。更

且，他後來又以一句「顯姓揚名」對上老師的「藏形匿影」而免於受罰，因此得

到老師的寵愛，傳授他寫作八股文的訣竅，開啟了他進入仕途的途徑。這段文字

                                                 
121 楊繼盛，《楊忠愍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45 冊，臺北：新文豐，1983，據知服

齋叢書本影印），卷四，〈自著年譜〉，頁 1a-2b，總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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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楊繼盛被判刑，處決前在獄中所寫。他自知即將離開人世，於是回顧自己的經

歷，總結自己的人生——他在文末註明此作乃「將半生逐年行事直書付男應尾、

應箕收藏，以為後日墓誌之用」。在此人生的總回顧，他特別憶及這兩個對句，

可見對他而言實在印象深刻且意義重大。由其敘述我們亦不難想像，若非有這兩

個對句，或者說，如果楊繼盛不是具優越的對句能力，他的一生極可能埋沒於惡

劣的家庭環境中，至少，他的人生必然是另一番景象，他「顯姓揚名」，以至成

為「名臣」的機會，實在微乎其微。 

楊繼盛的事例可能不免有些極端，從巧妙對句到成為名臣，這之間確實還有

段頗為長遠的距離或曲折的過程，兩者的關聯或許不宜太過強調。不過，因為優

越的對句能力而在親友間「顯姓揚名」，以致於帶來現實生活的改變，這倒是常

有的事——前述魏大中因「讀能彊記，課偶語，頗能捷應」，而「頗負穎異之

譽」，以致「抱女者多欲得以為婿」，在十歲時就議定婚事。這類因善對句而多議

婚之事，實不乏其例——皇甫汸 (1505-1584) 在〈吳母顧宜人墓誌銘〉中有言： 

魯齋壯未有子，生女溫粹淑哲，圖為擇佳壻。文端公未第時，嘗與同席

硯，而大夫甫五齡即能占對，魯齋見而竒之，曰：「此兒長為大器，尚惡

用他擇乎？」遂以女許之。122  

這是由其能對句，預測其能成大器，因而議定婚事。除此，明人陸粲在其亡妻之

墓誌銘中，自述其婚事之議定過程時，亦有言： 

吾妻自為女子貞靜柔婉，其祖通議公竒愛之，不欲與凡子。通議公者，亦

傑魁人也，與吾先父如隱府君有世契。嘗過府君，府君觴之，酒中以諸子

見，時余始六七嵗，通議公於坐命之屬對語，輒隨口響應，通議公為之唶

唶嗟賞，罷酒辭去。他日府君聞其女孫賢也，使請婚焉，通議公聞之，則

大喜曰：「彼聰明兒邪！」即報許受聘。123  

這個婚姻的議定，更可說是全然出於對句能力所決定者。陸粲在這個敘述中，有

意地將其婚姻的構成與其在「屬對語」時，能「隨口響應」作因果連結。也就是

說，在其概念中，這場婚姻的構成，乃因他通過對句的測驗所致。這樣的關聯並

非僅僅出乎想像，事實上，也確有測對招親之事——治河名家潘季馴  (1521-

                                                 
122 皇甫汸，《皇甫司勲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75 冊），卷五五，〈吳母顧

宜人墓誌銘〉，頁 12b，總頁 866。 
123 陸粲，《陸子餘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五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卷

三，〈墓誌‧亡妻盛氏墓誌銘〉，頁 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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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5) 的父母親之結合即出於此，據王世貞〈贈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僦菴潘公

墓誌銘〉中所言： 

公生而頴秀異凡兒，髫時南葵公撫而弄之，膝前有鳴金過者，公馳視之，

南葵公曰：「毋往也，能屬對，吾噉爾餳。」乃曰：「銅鑼打動小兒

心。」公應聲曰：「木鐸振揚夫子教。」南葵公大笑曰：「使我形穢，既

謂吾潘有人矣！」九嵗受經術，屬文多儁辭。少保閔莊懿公珪致仕歸，為

其仲子某擇壻，而得公，見已心器之，復使屬對，語逾工，有唐人意中

句。莊懿公喜謂某曰：「趣歸，女必貴。」是為閔夫人。124  

這一場婚事的議定過程中，更直接地安排測試對句，或者可以說，這個婚姻乃是

經由對句的測試而決定。更且，由此處女方家長在測試後的評語——「趣歸，女

必貴」，亦可想見，諸如此類的事例，都顯示當時人在觀念上，乃認為對句實為

掌握人生、創造美好前途的重要憑藉。  

對句能力之受重視，以至於造成命運的改變，除了較為常見的屬對而締結夫

妻關係外，優越的對句甚至也可能造就父子關係——《湖廣通志》中即有兩則相

關記載： 

張緒，……漢川人，幼穎異，善屬對，邑人劉大本竒之，乞養為己子，因

劉姓，名燧，時纔九齡。125  

另，李維楨所撰之〈都御史張公墓碑〉中，載張居正亦曾因此而收養友人之子

為子： 

澤民，故山東汶上開河里人，張林仲子也。……江陵相公督運往來開河

間，與林遊甚歡，見澤民而奇之，使屬對，受命如嚮，而澤民已喪母，遂

乞為子，而令羅宜人子之。126  

相較於善對而議婚之多具普遍性，如此因善於對句而被收為養子應該是比較特殊

的事例，但由此較為極端的例子也正顯示：對句在當時社會受重視的程度，以致

於在許多時候具有扭轉士人命運的作用。除此之外，這個例子可以從一個較象徵

的角度來思考，張緒因「善屬對」，而被人「養為己子」意味對句是個人被「接

                                                 
124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碑傳》卷一一五，〈贈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僦菴潘公墓誌

銘〉，頁 6a-b，總頁 257-258。 
125 邁柱等監修，《湖廣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33 冊），卷四七，〈鄉賢

志‧漢陽府〉，頁 44b，總頁 23。 
126 李維楨，〈都御史張公墓碑〉，邁柱等，《湖廣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34 冊），卷一一三，頁 26a-b，總頁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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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的表徵。這種表徵意義在上述諸例中皆得到印證：楊繼盛與其父親之關係本

頗為疏遠，與庶母的關係尤為惡劣，但因其善對，而重新被二人接納。至如前舉

之屬對成婚之數例，更可說是種「接納」。 

明清社會一個士人的成長過程中，對句活動是藉以進入成人世界，為成人所

「接納」，在其中獲得肯認的重要歷程。對句的成就讓學童在瞬間「成長」，以

致於使他們超越生理年齡，提早涉足成人世界，處於與成人對等對話的情境中，

有機會被成人接納，在成人世界獲取一種社會性的肯定認可。這可由前述數例證

實：魏大中之因善對而被「引以對客」，畢懋康之巧對而有「江夏黃童之目」，

都顯示具對句能力乃兒童步入成人世界之門檻。也就是說，對句活動本身就是一

個極具象徵性的活動，兒童與成人原本尊卑關係極為清楚，但兒童一旦能夠對得

上成人所設之對題，則立時可對等化兩者之關係。其次，擁有優越對句能力的學

童，可能被賦予得以抗衡成人的「力量」。前文嚴訥所撰之〈恭肅公行狀〉中所

謂：「公對屢警不凡，人大奇之，其塾師遂辭，不能教而去。」這顯示對句活動

中，有可能使兒童展現出與成人相抗衡，甚至挫敗大人的力量。第三，對句可以

刺激學童的自我意識，甚至，造成其自我的快速膨脹，自命不凡。明清社會中，

對句文化的發達，衍生出許多滋長這種不凡意識的場合，而學子也在此諸多場合

中不斷強化其自我意識，培育出卓越不凡的精神意態，甚至提早進入成人世界。 

所謂對句寓含著自我意識的表白，並非誇張之辭，如前述程篁墩與李東陽兩

人在皇帝面前應對，分別以「鳳凰遍體文章」與「蜘蛛滿腹經綸」成對，而後，

一以學士終，一入閣為相。關於此事件之記述，最後且謂兩人之前途「竟如其對

云」，這樣的說法透露出一個很有趣的意涵——對句不只是一種僅在「形式」上

求其奇巧的文字遊戲而已，它也是一種自我的表白，因而它的文字內容可能意

涵、表徵著個人的志向與命運。前所引楊繼盛的對句中所謂「有兒為名臣」與

「顯姓揚名」的對句，所以受讚賞，甚而造成驚奇之效應，不只是因文字形式的對

應而已，多少也因其中實含有強烈的自我表白之意味——《元明事類鈔》中曾載： 

袁文榮煒五歲時即能屬對，試之者曰：「書生尋石蟹」，公應聲曰：「學

士跨金龍」，識者已知為台輔矣。127  

《明史》中載：「袁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十七年會試第一，殿試第三，授

編修。……（嘉靖四十年）遂命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典機務。累加少

                                                 
127 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一六，〈石蟹金龍〉，頁 5b，總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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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128 看來袁煒在五歲時的對句就已經預告了他

日後的宦途。這種五歲知一生的認知恐怕是後見之明的說法，然則，所謂「識者

已知為台輔」云云，與其說是命定運勢，毋寧說是他個人的願望、志向。 

我們不妨看另一個相類似，卻又前途異趣的對比事例——黃宗羲  (1610-

1695) 在為一生不得志、抑鬱以終的弟弟黃宗望（生卒年不詳）所撰寫的紀念性

文字中說道： 

六歲時，沿河搠蟹為戲，有塾師諧之曰：「蟹精善搠蟹。」澤望之，以搠

蟹之杖跨之，疾走而應曰：「龍子慣乘龍。」塾師縮頸異之。129  

這個對句的內容與寓意和前者甚為相似，都以龍來和蟹相對應，這兩者一者爬行

在地，一者飛騰於天，兩者對比性甚強，本易成為對應之素材。尤其龍是中國傳

統文化中常見的意象，常常象徵著飛騰高昇或輝煌光采，因此這兩個不同時代的

人乃不約而同地擬出相類近的對句，藉此來比擬自己超凡的高遠志向，或對飛黃

騰達前途的企盼。換言之，這個對句之選用龍以應對蟹，並不僅僅出於語言形式

上的要求，而是刻意藉此意象的援用來表白個人意念、志向。王士禎  (1634-

1711)《古夫于亭雜錄》中記載道： 

童子入家塾，講誦之餘，令其屬對，凡以調聲律、覘器識，不為無補。昔

程篁墩舉神童，以此得名。余邑前輩沈澄川淵先生幼時，塾師夏楚之，負

痛投地。師曰：「『一滾滾下地』，能對則貰汝。」公應聲曰：「兩登登

上天。」師大奇之，後果以嘉靖乙丑登進士，入翰林，官國子司業。予八

九歲時，先大父尚書府君召叔祖洞庭象咸飲。叔祖豪於酒，而工草聖，有

張顛之風。大父顧予兄弟曰：「醉愛羲之蹟。」予應聲對曰：「狂吟白也

詩。」公大喜，賞以名人書畫扇，謂先君曰：「此子必早成。」後順治辛

卯，倖叨魁薦，府君時年九十一，猶及見之。乙未成進士，歷官左都御

史、刑部尚書，府君暨先君皆累贈如其官。130  

此處很清楚地表示對句不只是文字形式的講究——「調聲律」而已，它用以「覘

器識」，即認為對句的內容也是一個人的人格特質的顯現，而由以下所列舉的事

例，大略可以觀見，所謂「器識」，或者是有關個人前途的想像——如沈淵（生

                                                 
128 張廷玉，《明史》卷一九三，〈列傳第八十一‧袁煒〉，頁 5117。 
129 黃宗羲，《南雷文定前集碑傳》（收入《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4），卷七，〈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壙誌（癸卯）〉，頁 292。 
130 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三，〈屬對〉，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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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年不詳）以「兩登登上天」寓意登科舉、成進士、入翰林；又或，這也可能用

以表白個人之性情——如王士禎之以「狂吟白也詩」來顯示其對狂放性情與詩藝

的喜好、認同。由王士禎的描述也可見：兒童一旦進入學習歷程，對句活動即已

相隨於「講誦」展開，且隨時隨地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甚至責罰學子至於「負痛

投地」之際，猶且不忘試以對句，真可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矣！如此在生

活中，不斷試煉的情境下，一旦在形式與內容上，有出色的對句表現，即刻能喚

起為人師長者的注意，由此開始想像其不凡的前途——沈淵塾師之「大奇之」，

士禎祖父之斷言其必然早成，以至於王士禎在記載此事時以「竟如其對」的語氣

敘述之，凡此皆顯示：對句活動背後實有一種集體性的「人生想像」，試者、應

者、旁觀者、記錄者，都將對句表現視為個人才能（或才藝）、性情與人生前途

的表徵，並於日常生活抱執此種心情以待，且不斷嘗試此事。所謂「覘器識」，

此之謂也。 

對句活動往往佈置於日常生活之中——所謂「講誦之餘，令其屬對」，具有

課外活動的意味，但並不表示這事就可輕鬆以對，事實上，這事既然已經成為個

人能力、器識的展現，那麼身處其中的士人，恐怕也就難免在此觀點下，承受測

試的重大壓力——《戒庵老人漫筆》中有載： 

鄉先輩古塘王懼齋格一日偕子莘、姪相立於門，望見顧山僧舍煙起，遂呼

子姪，試以對語曰：「山館茶煙飛入白雲添雨意」，姪即應聲曰：「溪庭

砧杵亂敲明月雜秋聲。」子搆思終日不能對，懼齋怒而撻之。莘中正德丁

丑進士，相以諸生困頓卒。才之不足以觀人如此。131  

這個對句活動起於日常生活之閒暇場景中，本發端於「立於門，望見顧山僧舍煙

起」的悠閒優雅情境，而有「山館茶煙飛入白雲添雨意」的耽美心情，但是轉眼

之間，竟因受測者「搆思終日不能對」，而終至演成「怒而撻之」的暴力場面。

據此看來，對句測驗對一般學童而言，構成極沉重的測試壓力。所謂「才之不足

以觀人如此」也顯示：在現實社會中，對句能力不一定真的可以反映出一個人的

前途，對句所宣示之人生前景，實未必皆「果如其對」。不過，之所以有此感嘆

其實也正反映出，當時人大概多具有此種人生想像，認為屬對足「覘器識」，可

以觀測人生前景。 
  

                                                 
131 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六，〈才不足憑〉，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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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諸前述諸例，我們不難想像，一個進入科舉學程的學童，自小即在「講誦

之餘」的日常生活中，不斷接受對句的測試與鍛鍊，也不得不被收編在此種人生

想像中。尤其，在對句活動中，力有未逮者可能遭致鄙斥，甚或懲罰，學子不得

不慎重以待對句之事，念茲在茲地耗盡心力於對句之鍛鍊。同時，對句既有「覘

器識」之意味，那麼，在對句活動中，測試者亟欲藉對句以測試學子之器識，相

對地，學子乃積極於在對句中展現自己的器識，因而，諸如李東陽、袁煒、黃宗

望之類的早慧學子，也就容易「早熟」地迅速進入此種人生想像中，於對句中展

示自己燦爛的前途，也相信自己未來的人生發展，應當合於對句所宣示的人生前

景。但是，現實社會中，卻又多有「才之不足以觀人」的情事——除王懼齋親子

與姪兒之足為反例外，前述黃宗望也是個有異於袁煒之事例，雖然黃宗望也在幼

年之際就以龍子自許，有乘龍高飛之志，但是，他的人生前途卻未能如袁煒那

般，果不負眾望地跨龍入閣。如此，所謂「覘器識」云云，也就常易造成期許與

現實的落差，因而形成才識與仕途之間多所矛盾之情況。事實上，明清學子學習

過程中，透過對句所營造出來的人生想像，以及實際人生歷程中，想像與現實的

差距、矛盾，正是「文人文化」發展的端倪——此甚或可謂之「機制」，因其生

產出「懷才不遇」的社會心理，導致士人之不得不重新調整人生想像，另尋生命

寄託，進而另構身分認同，因以產生「文人」的自我認同感。 

六‧結語 

科舉不只是選拔官員而已，它可說是中國傳統社會綿延甚久而影響至巨的社

會制度，近世以來社會菁英之產生率多由此，相對地，力爭上游者的生命成長也

牢籠其中，其知識與文化的萌生滋長大致由此開始，而背誦典籍與對句練習是他

們最深刻的生命經驗。中國近代教育改革貢獻卓著的蔡元培  (1868-1940)，在

〈我所受舊教育的回憶〉中，自述其幼年學習經驗道： 

我六歲入家塾，讀《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等。本來初上學

的學生，有讀《三字經》的，也有讀《千家詩》或先讀《詩經》的，然而

我沒有讀這些。我讀了三部「小書」以後，就讀四書。四書讀畢，讀五

經。……讀書以外，還有識字、習字、對句的三法，是我了解文義的開

始。……對句是造句的法子，從一個字起，到四個字止，因為五字以上便

是做詩，可聽其自由造作，不必先出範句了。對句之法，不但名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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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靜詞要針鋒相對，而且名詞中動、植、礦、與器物、宮室等，靜詞中

顏色，性質與數目等，都要各從其類；例如先生出了「白馬」，學生對以

「黃牛」、「青狐」等，是好的，若用「黃金」、「狡狐」等等作對，就不

算好了。……還有一點，對句時兼練習四聲的分別；……又練習的時候，

不但令學生知道平仄，而且在仄聲中，上、去、入的分別，也在對句時隨

時提醒了。……我的對句有點程度了，先生就教我作八股文。132  

蔡元培出生於同治年間，完整地走完科舉之路，高中科舉二甲，任職翰林院，算

是科舉社會中卓有成就的傳統士人。此處所言，大抵可視為明清以來，科舉制度

下，基本的兒童教育形態——對句練習乃居於重要的位置，是寫作科舉文字的基

礎。再者，由蔡氏之詳述此中細節，亦可知對句練習實是相當深刻的知識經驗與

人生經歷。明清以來，經歷科舉教育者，多對此記憶深刻，有人更因此認為這是

傳統文化教養中至為關鍵者。 

科舉廢除後，傳統教育也隨之蕩然，不過，卻也不無溫情懷抱傳統餘緒者。

經歷傳統與新式教育，畢生思考傳統與現代問題，而長期在現代教育體制中傳授

知識的錢賓四 (1895-1990) 先生，晚年追憶自己成學的過程，在《八十憶雙親》

中記及幼年的私塾教育： 

先父為先兄與放大風箏某伯父家一堂兄，聘一塾師，華姓，自七房橋東五

里許蕩口鎮來，寓某伯父家。攜一子，三人同塾。翌年秋，先父摯余往，

先瞻拜至聖先師像，遂四人同塾。……一日，二兄逗余，笑聲縱。翌日上

學，日讀生字二十，忽增為三十。余幸能強記不忘，又增為四十。如是遞

增，日讀生字至七八十，皆強勉記之。因離室小便，歸座，塾師喚至其座

前，曰：「汝何離座？」重擊手心十掌。自是不敢離室小便，溺褲中盡

濕。133  

錢穆的父親有神童之稱，十六歲以案首第一名入縣學，是個有名的秀才，因此甚

為重視子弟教育，錢穆兄弟幼年時仍受科舉教育，其兄且曾參與「晚清最末一期

之科舉」。錢穆本身則「七歲入私塾，十歲進新式小學」，無與科舉，只是私塾

教育也讓他印象深刻，可能也影響甚深，至少經過了一兩年嚴格的私塾教育，已

                                                 
132 蔡元培，〈我所受舊教育的回憶〉，高叔平編，《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

1988），第 6 冊，頁 385-386，原刊於《人間世》1 (1934)。 
133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三聯書店，2005），〈七、先父對余之幼年教

誨〉，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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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具有閱讀能力，曾經竟日閱讀小說，致能背誦《三國演義》，一度於鴉片館

中表演。上述有關私塾受教的回憶，除可略窺私塾教育的嚴厲外，也可見書本的

背誦是其要點，是塾師考核學童的基本項目，以致成為他們學習上的最大考驗。

錢穆顯然在這方面天賦異稟，這除了讓他得以通過嚴師的考驗外，也成為他進入

傳統學問的鑰匙。錢先生接受新式教育，成為教師後升學無望，乃立意自修： 

余既決意應三兼小學聘，念自此升學絕望，一意自讀書。前在私塾時，四

書僅讀至《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此下即未讀。念當讀完《孟子》，再

續及五經。一九一二年之元旦，余即一人在又新小學閉門讀《孟子》。前

在果育上國文課，每篇文字大約過眼三遍即能背誦。至是，自限半日讀

《梁惠王章句》上，至能全體背誦始歸家午膳。午後，又去又新閉戶讀《梁

惠王章句》下。如是七日，讀畢《孟子》七篇。134  

錢先生走出傳統私塾，接受新式教育，卻未臻高等階段，不得進入大學接受新的

學術訓練下，所採取的進修策略，竟是回頭接續未完之傳統教育，從四書五經讀

起，且一如塾生要求「至能全體背誦」，他的「舊學根柢」可說就是由此底定。

當時錢穆已受過新式教育，且積極於吸收新知，知識涉獵頗為廣泛，透過翻譯也

對西學有所知。然而，卻採取如此「守舊」方式來自學，我們如今已難推測其用

意如何，不過，這可能相當合乎其天賦——他有過人的記憶力，背誦不是難事，

而經過背誦後，這些經典已然深植內心，往後他對中國傳統學術的深刻體會，應

可歸功於此，甚至可以說他對傳統文化的「溫情與敬意」也是根源於此。一代國

學大師的自學之道，正是明清一般士人進入知識世界，經營舉業的基本功。錢氏

此舉或可說正是一種「接續」傳統的學術取徑。 

明清士人大概在六歲左右時，就進入學習過程中，從識字誦讀開始，進而理

解背誦經典，以至於寫作文章。這當中有兩種基本能力，是各方教學之重點，也

是士人被檢測、判別才能的重點。一是背誦的能力，將文字形狀、讀本內容記憶

清楚，至於能滾瓜爛熟地背誦經書內容，是首先被強調的能力，是教學的重點，

也是測試學子智慧的基本標準，而其操作方式反反覆覆、強迫性地重覆誦讀，因

而這也是學子毅力的考驗。一般學子在學習過程中，都倍感壓力。除了極具壓迫

性的硬性記憶力的鍛鍊與考驗外，另一測試學子能力的是機變性極強的對句能力

的練習，這種練習有基本要領，卻有相當部分決定於天生的反應能力與一時的靈

                                                 
134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三、三兼小學〉，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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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以致容易演變成充滿妙趣的測試遊戲，往往在日常生活中，以至於各種社交

場合中進行，也因此頗具戲劇性，更易衍生出許多帶有傳奇性的事件或故事。尤

其因個人天賦佔有相當比重，又容易被視為個人本性與命運的測試，乃至有所謂

對句可以「覘器識」的想法。又因此，這更成為士人用以表達自我，展現才氣的

表演方式，此種表演乃又有觸發文人意識之作用。 

造句本是文字表達的基礎，而傳統中國的對句練習更是需要講究對仗與平仄

之精巧文章，所以是明清士人寫作科舉文字的重要出發，然而，這也是詩詞之類

文藝性寫作的基礎技藝，因此，善長於對句之士人，固亦擅場於科考，卻也容易

分心旁騖，迷戀於詩歌創作，以至歧出科舉正途，走入文藝之路。是故，由對句

展開的知識取向是個歧路關口，而在一般學子之實際知識活動中，性格活潑靈

動，不耐煩於記憶之強制訓練者，極易「誤入歧路」走向文藝之途。尤其，明代

後期，科考文字的寫作越來越規格化，以致演成相當制式化的八股文，而備考方

式又多以背誦範文為主，更易激起具創作意圖之士人的反感，轉而將其對句能力

轉注於文藝寫作，走上文人之路。 

對句的練習可以說是「文人」意識與性格養成的隱性基因。雖然它的出發點

與目的主要是為了科舉文字的寫作，由此獲取功名。但是在操作的過程中，它卻

可能培養出不同於此的發展潛能。因為，對句練習乃是士人操作字句以表達個人

意念的開始，個人的自我意識經此漸被引發萌生。在演練過程，經由不斷的測

試，其表現優異者，容易得到成人世界的接納、肯認，因此，透過此種活動，學

童的自我意識也可能早熟地成長。同時，這也是人生想像的激發、培養的過程，

此人生想像多導向於卓越不凡的人生成就，如此，則容易養成學子強烈的秀異意

識。這種強烈的自我表現企圖，及「不凡」的人生想像（秀異意識），大抵為

「文人」性格的潛因，其往後之意圖逸脫於現實之志向發展，或激越狂傲之性情

特質，乃可於此見其端倪。 

總而言之，對一般明清士人而言，幼年的背誦與對句即為人生考驗的開始，

他們的苦樂榮辱於焉開展，這個過程也逐漸形塑他們的知識性格與人生取向，而

明清文人文化的發展，也約略可由此探知其基因所在。 

 

 
（本文於民國一一○年十月十二日收稿；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通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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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論文初稿曾於中央大學明清研究中心主辦「回眸‧凝視——2016 年明清文學

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 年 11 月 11-12 日）及史語所 2018 年 4 月 23

日講論會中報告，吸收各方意見，陸續增補。投稿集刊後，又經審查人及編

委提供修改意見，參考後再加修訂，始成此稿。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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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Education, Parallel Couplet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Literati Personali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ng-tai W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Focusing on the early stages of learni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perience and 

mentality of literati education, and how education shape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life and 

knowledge. In this way, the topic of “literati culture” is considered, tracing the 

beginnings of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scholars from a life history perspective and 

investigating the possible origins of a “literati consciousness,” thereby reflecting on the 

crucial distinction between pursuing the life of a “scholar” and the life of a “literatus.”  

At about six years of age, Ming and Qing scholars would enter a school to begin 

their studies, starting from learning to read and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and recite the 

classics to ultimately composing essays. Two fundamental skills were the focus of their 

education, and would be used to judge their scholarly aptitude. The first point of 

emphasis was memorization: first to memorize thoroughly the written form and the 

content of an instructional text, and eventually to recite the classics by heart with ease 

and fluency. This was a basic and primary means of evaluating intellectual ability, 

placing the average student under immense pressure. Meanwhile, the second focus of 

their education, practicing the composition of parallel couplets, required quick reflexes. 

These exercises easily turned into games intended to test the participants’ wit, even 

becoming a part of literati daily life, exemplified by their enjoyment at social occasions, 

and their playful and dramatic nature often gave rise to marvelous events and stories of 

legend. Because these tests of cleverness required a natural talent, this form of 

intelligence test was viewed as a predictor of the student’s inherent qualities and destiny, 

as expressed in the view that couplets could “reveal one’s aptitude and intellectual 

capacity.” Therefore, they became a means for scholars to express the self and 

demonstrate their talents, performances which could serve as the catalyst for a “literati 

consciousness.”  

For the average scholar of the Ming and Qing, performing recitation and couplets 

at an early age was the beginnings of their lives being put to the test, as well as be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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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for happiness, suffering, honor, and disgrace. This process also gradually shaped 

their intellectual disposition and life orientation, consequently being a foundational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literati culture. 

 

Keywords: children; memorization and recitation;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elementary learning; parallel couplets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4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4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4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